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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南宋詞所展現的“物趣”、“夢境”與
“空間邏輯”的文化意義①

林順夫

　 　 【摘　 要】對北、南宋詞的評價，浙西兩學者的撰著，清早期
的朱彝尊《詞綜》和晚清民國時期的王國維《人間詞話》，二者看法

不同。後者揚北宋而抑南宋，直指詞至南宋，已不足觀；而前者卻

不一筆抹煞南宋，對其成就、價值亦給予充分的估量。當代詞學，

似乎以王氏《人間詞話》影響更巨，本文則顛覆王氏之説，較認同

朱氏的觀點。意在宋文化發展面向上來體察北、南宋之際詞的發

展嬗變，北宋蘇軾、周邦彦已有出色的詠物詞，而由於種種文化因

緣，南宋詞人承襲前人，在詞中發明“物趣”。考索姜夔、史達祖與

“物趣”之淵源，進而深入分析當時代表詞人以及宋遺民詞人的詞

結構的改變，内含“空間邏輯”之新意，以及詞作特點，他們與北宋

詞的直接抒情，顯然已有較大的差異。

【關鍵詞】南宋詞　 物趣　 夢境　 空間邏輯

①這篇論文原稿是特别爲了參加故宫博物院主辦的“南宋的藝術與文化國際研討會”而撰寫的。

此研討會於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至 ２４ 日在臺北士林外雙溪故宫博物院舉行。論文稿在研討會宣讀
後，承正式評論人、筆者多年老友姜斐德博士（Ｄｒ． Ａｌｆｒｅｄａ Ｍｕｒｃｋ）以及其他與會學人不吝指正，獲
益良多，先此致謝。此次原稿經稍加改訂交《嶺南學報》（復刊號）後，編輯先生又把拙稿送給一

位學者審查。現在，筆者按照這位匿名審查人所提的寶貴意見，將論文重新作了不少的修訂與增

補。對審查人，筆者也非常感謝。論文雖經多次改訂補充，恐難免尚有錯誤和不足處。這些當然

全由筆者自己負責。



前　 　 言

自從中國元朝羅宗信（活躍於公元 １４ 世紀）爲成書於公元 １３２４ 年的
周德清（１２７７—１３６５）《中原音韻》所作的序文裏，把唐詩、宋詞和元曲並稱
以來，經過明清兩代、幾位關注文體發展的學者的推延發揮，到清末民初，

王國維（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就發展出對後來頗有影響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的理論來①。按照這個理論，宋詞被認爲是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的文體，足以

與“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元之曲”②並駕齊驅。

在 ２０ 世紀末期，王氏這個有趣的理論曾受到一些學者的檢視、闡述和
發揚。宋代文學包括詩、詞、文、小説和戲曲五大體類。無可否認，宋代的

小説和戲曲還處於萌芽的時期，可是宋詩和宋文都已是數量龐大而且有輝

煌成就的體類。因此，有人認爲，如果要拿詞來當作宋代文學的代表，我們

必須從詞體的發展是在宋代最富創造性及開拓性這一點來討論③。據筆者

所知，闡述並發揮王國維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説，而能推出自己既精闢

又有深度之論説者，則非當代中國學者李澤厚先生莫屬了。李先生不從宋

詞的成就本身入手，而從中唐到北宋（９６０—１１２７）間整個時代風尚跟社會
氛圍的大變遷來切入探討。他指出，中唐以後，新興的世俗地主階層的審

美興趣和藝術主題已與前時代不同，呈現“走進更爲細膩的官能感受和情

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

心境。所以，這一時期最爲成功的藝術部門和藝術品是山水畫、愛情詩、宋

詞和宋瓷。而不是那些愛議論的宋詩，不是鮮艷俗麗的唐三彩”④。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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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學者王水照先生，曾對這個理論的來由，做過討論。請看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

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一章第一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説的來由》，第
４３—４９ 頁。本書是簡體字本，引文時，把字體改成繁體。本文所有引文，如原文是簡體，都改成
繁體。

這是王國維於 １９１２ 年寫的《宋元戲曲考》自序中所説的話。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序》，見載
《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北京：商務印書館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５７ 頁。
這是王水照的看法，見《宋代文學通論》，第一章第二節《宋詞的歷史定位》，第 ４５—４９ 頁。
李澤厚《美的歷程》，北京：三聯書店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５９ 頁。此書初版於 １９８１ 年，此後有很多版
本流行。三聯書店出版的 ２００９ 年版本，應是作者改訂的最後版本。因此，本人引文都引自此
版。李先生在《美的歷程》第八章《韻外之致》和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花了很大篇幅討論中唐

至宋元的審美興趣和藝術境界。見該書，第 １５０—１９０ 頁。



説：“在詞裏面，中、晚唐以來的這種時代心理終於找到了它的最合適的歸

宿”①。後文筆者還會再援用李先生的許多寶貴觀察。在此本人先引他幾

句關鍵的話來聲明，本文討論詞時，是依照他的看法，把詞當作最能代表宋

代時代精神的文學體類來看待的。

作爲一種詩歌形式，詞與在宋朝以前已經具有悠久發展歷史的詩不

同。詞是一種配合主要是從中亞傳入中國的燕樂而成的可以歌唱之詩

體②。詞最早起於民間。初、盛唐時，偶爾有文人開始填詞，但創作還是極

少。到了中、晚唐時期，尤其是 ９ 世紀以後，文人寫詞才逐漸增多起來。在
隨後的五代時期（９０７—９６０），詞這新興的詩體纔算漸趨繁盛，完全成熟於
北宋年間，並於北宋末期，從酒筵席間歌女演唱的通俗曲詞演變成被文人

接受的重要詩歌體類之一。儘管很多晚宋文人試圖在詩的領域開拓出新

的創作方向，他們還是没能讓詩這種文體重現前幾世紀的蓬勃生機。相對

而言，詞卻仍然具有很多發展的潛能。清初的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説：“世
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始極其變。”③的確，從 １２
世紀末以來，南宋（１１２７—１２７９）出現了不少非凡的詞人，替詞壇發展出一
些有趣、重要而且新穎的新形式。本文擬集中討論最具代表性的南宋詞所

展現的前所未有的特色，主要包括物趣、透過夢之窗口觀看世界與人生和

空間邏輯等三層面。按照筆者的看法，這些特色都可説是朱彝尊所指出的

宋詞“極其工”，“極其變”的最佳例證。本文擬把這些特色放在南宋文化發

展的面向上來探討。

一、物　 　 趣

筆者首先要討論南宋詠物詞所展現的“物趣”這一特色。要討論這一

特色，我們必須先對“物”在中國詩歌傳統中所佔有的地位有一基本認識。

從很早開始，中國詩歌理論就已經重視“感物言志”的問題，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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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美的歷程》，第 １６０ 頁。
關於詞的起源，本人大抵根據夏承燾、吳熊和於《詞學》書中《詞的起源》一小節的簡叙。見夏承

燾、吳熊和《詞學》，臺北：宏圖出版社 １９７０ 年版，第 １—６ 頁。
朱彝尊《詞綜·發凡》。見朱彝尊選、汪森輯《詞綜》，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０ 頁。



與‘心’之相感，看作詩歌創作之重要質素”①。在《文心雕龍·明詩》裏，劉

勰把自《毛詩大序》以來論述感物言志的概念，用精簡的四句總結起來：“人

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根據這個中國傳統理論，詩歌創

作的源起係來自詩人内心感情受到外物的感發。這樣的理論，也許可以稱

之爲“詩之自然的源起論”（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與
西洋傳統裏、詩人常常向繆斯女神（Ｍｕｓｅｓ）乞求創作靈感的理論，有很大的
不同。在這種詩人受外物的感發而抒寫其情志的詩歌傳統中，外物在中國

詩歌傳統裏所佔的位置，當然也就特别重要了。不應忽略，物雖然重要，自

《詩經》以來，中國詩歌的主流究竟仍是以抒寫情志爲主體的。依照葉嘉瑩

先生的考察，專門以寫物爲主題的中國文學作品，應該以荀子和宋玉的一

些以“賦”爲標題的作品爲最早③。在他們的賦作裏，荀、宋已經把寫作的重

點，從詩的抒發情志“轉移到對‘物’的鋪陳叙寫方面了”④。至於專門以寫

物爲主題的“詠物詩”，則要到建安（１９６—２２０）、齊梁（４７９—５５７）時代纔出
現並形成風氣。建安以後，雖然詠物之作在後世詩傳統中頗有發展，可是

按照詩作的内容性質，可以歸納爲偏重借外物來喻托詩人内心情志，或偏

重社交的寫詩活動，或偏重消遣遊玩等性質；而且屬於喻托性質的寫作方

式，也不外有偏重思索安排和直接感發兩種⑤。此處所述詠物詩的性質和

表現方式，對於後來詠物詞的發展是有一定影響的。

詠物詞是到了北宋後期，尤其是在蘇軾（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和周邦彦
（１０５６—１１２１）兩大家手中，纔逐漸得到發展的。蘇軾是一個相當晚成的詞
人，因爲他是於 ３６ 歲已經是成名了的詩人時，才開始著手作詞⑥。雖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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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引自葉嘉瑩先生《論詠物詞之發展及王沂孫之詠物詞》一文，原載《四川大學學報》（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後來收入繆鉞、葉嘉瑩合著《靈谿詞説》。此書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１９８７ 年出版，
筆者所用者爲臺灣版。引語見《靈谿詞説》，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５３１ 頁。在這
篇重要的論文中，對於中國詩歌的“感物言志”抒情傳統以及宋代以前的詠物傳統，葉先生作了

極精簡的論述；見該文，第 ５２９—５３７ 頁。本人此節談到宋代以前的詠物傳統，大抵都跟隨葉先
生的論述。

葉嘉瑩先生在前注提到的論文裏，簡述了《毛詩大序》、《禮記·樂記》、陸機《文賦》、鍾嶸《詩品·

序》及《文心雕龍·明詩》等討論感物言志與詩歌創作之關係的語句。見《靈谿詞説》，第 ５３１ 頁。
《靈谿詞説》，第 ５３２ 頁。
同上注。

這些是葉嘉瑩先生的結論。《靈谿詞説》，第 ５３２—５３７ 頁。
葉嘉瑩先生認爲蘇軾是 １０７２ 年纔開始寫詞的。請看葉先生《論蘇軾》一文，收入繆鉞、葉嘉瑩合
著：《靈谿詞説》，第 １９４—１９５ 頁。



此，蘇軾仍是宋詞歷史上成就很高、影響極大的詞人之一。比蘇軾稍前的

詞人柳永（生卒年不詳），已經作了革命性的貢獻，即大膽使用白話口語（甚

至連缺乏洗練或醇雅的俚俗措辭也不迴避），以及開發以鋪叙、柔婉、“委屈

盡情”爲基調的慢詞美典①。與蘇軾同時代而年紀較輕的文人，如晁補之

（１０５３—１１１０）和張耒（１０５４—１１１４），認爲蘇軾作詞的策略是“以詩爲
詞”②。蘇軾確實一方面致力提升詞在柳永手中所建立的通俗格調，而另一

方面並以其寫詩所用的技巧來作詞，將詞從此前閨情和艷情的主調中解放

出來，使之能表達形形色色的情感，幾乎跟詩一樣地多能③。蘇軾在使詞趨

近詩的言志傳統的同時，又一改較爲陰柔婉約的傳統詞風，而用雄强遒健

的語言來作詞，開創“豪放”的風格④。蘇軾的詠物詞大多是借物來直接發

抒情志，並且表現一種他特有的“詠物而不滯於物的揮灑自如之風格”⑤。

周邦彦一向被尊稱爲北宋詞的集大成者。葉嘉瑩先生把周邦彦集北

宋詞之大成的内涵，歸納爲六項：一、善於融化前人詩句入詞；二、善於體

物，描繪工巧；三、善於言情，細膩周至；四、善於練字，妥帖工穩；五、精於

聲律，有清濁抑揚之美；六、工於佈局，結構曲折細密⑥。周邦彦的“集大

成”，確如葉先生所説，“大多是就其寫作功力方面之成就而言，而並不是就

其内容意境方面而言的”⑦。周邦彦精工雅致的作品，可以説是把詞這個體

類在北宋發展出來詞的“婉約”正統美典，提升到一個高峰。雖然周邦彦的

詠物詞並不很多，其所展示的描繪物與情交錯映襯的複雜結構，與“安排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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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拙文《詞别是一家：一個文類身份的形成》裏關於柳永的簡短論述。此文已收入拙著《透過夢

之窗口：中國古典文學與文藝理論論叢》，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２８—２３０ 頁。
“委屈盡情”是姜夔給詞所下的定義，見姜夔著，夏承燾校輯《白石詩詞集·白石道人詩説》，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６７ 頁。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２８９—２９０ 頁。
見拙文《詞别是一家：一個文類身份的形成》裏關於蘇軾的簡短論述。載《透過夢之窗口：中國

古典文學與文藝理論論叢》，第 ２３０—２３２ 頁。讀者亦可參看 Ｋａｎｇｉ Ｓｕｎ Ｃｈａｎｇ，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ｚｕ Ｐｏｅｔｒｙ牶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ａ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ｕｎｇ（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第 １７０ 頁。此書中討論蘇軾的一章（第 １５８—２０６ 頁），對於蘇軾詩詞的關係，卓見也隨
處可見。

見《詞别是一家：一個文類身份的形成》，《透過夢之窗口：中國古典文學與文藝理論論叢》，第

２３１ 頁。
葉嘉瑩《論詠物詞之發展及王沂孫之詠物詞》，《靈谿詞説》，第 ５４０ 頁。
葉嘉瑩《論周邦彦詞》，《靈谿詞説》，第 ３０４—３０６ 頁。
同前書，第 ３０５ 頁。



索的寫作方式，卻爲後來南宋大量詠物詞的出現開闢了前路”①。關於詠物

詞，葉先生析論得很精到，她説：“如果説蘇軾是由於詩化而把詩歌中詠物

之風帶進詞中的一位作者，那麽，周邦彦則應是使詠物詞脱離‘詩化’而真

正達到‘詞化’的一位作者。”②衆所週知，在南宋詞名家如姜夔（約 １１５５—
１２２１）、史達祖（１１６３—約 １２２０）、吳文英（約 １２００—１２６０）、周密（１２３２—
１２９８）、張炎（１２４８—約 １３２０）等的作品裏，詠物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這些
南宋名家的詠物詞，都相當程度地受過周邦彦的影響。關於這點，葉先生

已經在收入《靈谿詞説》的多篇關於這些名家的論文裏，有精闢的分析論述

了，有興趣者可以取來閲讀。筆者想在下文特别討論的是，南宋詞人在詠

物作品裏所開拓出前所未有的、到目前爲止也較不爲人關注的新境界。現

在先來簡單叙述一下，詠物詞的出現與發展，跟北宋後期文化的可能關係。

在討論爲什麽蘇軾寫了很多詠物詞時，葉嘉瑩先生首先提出，也許這是由

於蘇軾在“詩化”的過程中，把詩傳統中的詠物風氣帶進詞裏來的原因③。其次，

她指出，在蘇軾周圍，已經出現了一個如同建安時代的“文學寫作的集團”，而詠

物詞是集團成員社交活動的産品④。筆者想補充的是，詠物詞之興起，似乎與１１
世紀，尤其是 １１世紀後期，宋人開始對“物”産生一種特别的關注有關。在電子
版的《四庫全書》裏搜尋一下，筆者發現“物趣”一詞，最早出現在王禹偁（９５４—
１００１）的《庶子泉》詩開頭兩句：“物趣固天造，物景不自勝。”⑤自王禹偁開始，
“物趣”一詞漸漸被北宋人在詩歌和散文裏用起來，在梅堯臣（１００２—１０６０）、韓
琦（１００８—１０７５）、惠洪（１０７１—１１２８）等人的文集中可以找到一些例子。⑥ 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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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葉嘉瑩《論詠物詞之發展及王沂孫之詠物詞》，《靈谿詞説》，第 ５４１ 頁。
同前書，第 ５４３ 頁。
同前書，第 ５３９、５４３頁。
同前書，第 ５３９頁。
王延梯選注《王禹偁詩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３７頁。
在梅堯臣的文集裏就可找到數個“物趣”：一首五言古詩題目是《子聰惠書，備言行路及遊王屋

物趣，因以答》；《宿州河亭書事》詩首四句是“遠泛千里舟，暫向郊亭泊。觀物趣無窮，適情吟有

托”；《依韻和吳正仲冬至》詩頭二句是“流光冉冉即衰遲，物趣迴還似轉規”；《蟬》一詩中有“物

趣時時改，人情忽忽遷”兩句。此四處分别見於梅堯臣著、朱東潤編校《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２、１２１、７５１、８６８ 頁。韓琦的《上巳北塘席上》以“修禊春塘
上，誰知物趣深”兩句開篇，見韓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

２０００ 年版，上册，第 ２３７ 頁。惠洪的《李德茂家坐中賦諸銘》中之《阮咸銘》：“有晉奇逸，製爲此
器，以姓名之，蓋琴之裔。物趣幻假，形因變遷，但餘至音，則無陳鮮。”見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

珍本》第 ２２２ 册，惠洪著《石門文字禪》，臺北：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１７ 頁下。



於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３５，１１００—１１２５ 在位）宣和二年（１１０１）的《宣和畫譜》

也曾用過“物趣”一次，稍後筆者會提出來做較詳細的討論。在這些北宋詩

文裏，“物趣”主要是指“自然景物給人所産生的興趣”①。明朝（１３６８—
１６４４）以後，“物趣”成爲藝術理論裏的一個重要辭彙，而且其指涉範圍也就
不拘限於自然景物了。“物趣”這個有趣的語詞首次出現在宋代的文獻裏，

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中國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曾説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
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②聞名中外的已故中國史學家鄧廣銘

（１９０７—１９９８），也曾經説過：“兩宋期内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
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内，可以説是空前絶後的。”③宋朝的物

質與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是否真的造極，甚或是絶後，恐怕研究中國歷

史的專家會持不同意見，不過其空前的情況，應無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的

五六個主要朝代裏，只有宋朝是一直在外患最頻仍的情況下存在，然而從

宋太祖以來，其主要政策卻是抑制軍事，以與對宋常有侵略野心的鄰居共

存④。這個基本上用金錢來向鄰近强國買和平共處的策略，常爲後來中國

史家所詬病。儘管如此，宋朝在物質和精神文化上仍有空前的成就。由於

農業、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宋朝是一個非常富庶的社會。關於宋朝的成就，

美國漢學家牟復禮（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 Ｍｏｔｅ，１９２２—２００５）先生曾作了如下的簡
要概述：

宋人生活的繁榮就是宋朝成就的一部分。所有的證據顯示，中國

在整個宋朝三百年，尤其是 １１２７ 年以後南宋所統治的原來領土的三分
之二地區，是當時全世界最富裕，最有秩序，文化和科技也最先進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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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澤厚曾説過：“……由盛唐而中唐，對自然景色、山水樹石的趣味欣賞和美的觀念已在走向畫

面的獨立複製，獲得了自己的性格，不再只是人事的背景、環境而已了。”見《美的歷程》，第 １７０
頁。李先生的“對自然景色、山水樹石的趣味欣賞”一語，正好可以拿來作宋時“物趣”一詞的

定義。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４５ 頁。
鄧廣銘《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收入《鄧廣銘全集》第七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９—７１ 頁。所引文句，見該書第 ６１ 頁。
這是先師牟復禮先生的觀察。五個朝代指漢、唐、宋、明、清，有時元朝也被加進去，而成六個主

要朝代。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 Ｍｏ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牶 ９００ １８０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第 １１２ 頁。



分。宋朝容納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及數量最多的較小城市和大城

鎮。她支撑了比世界其他地區更大的國内和國際商業。在世界其他

各地有印刷的書籍以前（與宋朝分享印刷技術並付出貢獻的韓國除

外），她出産了數以千計的書籍。雖然我們無法很精確地計算，宋朝

無疑擁有當時世界上數量最多的精通文學的人，並且有不斷增多的

有讀寫能力的普通人。讀寫能力和書籍合起來，表示宋朝能够更有

效地累積、保存並傳播知識，而且因爲宋人的知識大多有實際的用

途，人們的生活也就得到了改善。不過，我們不能忽略大體上富裕的

城市裏存在不公平，或者貧窮人可能遭受到的（例如來自地方政府的）

傷害。①

北宋究竟在什麽時候發展成一個繁榮、富裕、太平的社會？在《東京夢

華録·序》裏，孟元老以如下幾句開篇：“僕從先人宦游南北，崇寧癸未到京

師，卜居於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

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②宋徽宗於 １１００ 年
即位，年號先是建中靖國，一年多後改作崇寧；癸未是崇寧二年，即 １１０３ 年。

從孟元老序中的“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班白之

老，不識干戈”，“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足”等字句看來，北宋社會（尤

其在汴京）至少在 １１ 世紀後幾十年，應該已經是很太平、繁榮、富裕了。在
《宋代之金石學》一文結尾，王國維（１８７７—１９２７）説：

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原其進步所以如

是速者，緣宋自仁宗以後，海内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

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

素養；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

此種精神，於當時之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黄（庭堅）、黄（伯思）諸

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對古金石之興味，亦如其對書畫之興味，

一面賞鑒的，一面研究的也。漢、唐、元、明時人之於古器物，絶不能有

·０４· 　 嶺南學報　 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

①

②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 Ｍｏ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牶 ９００ １８００，第 ３２４—３２５ 頁。
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序》，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録（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１ 頁。



宋人之興味。故宋人之金石書畫之學，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學復

興，然於著録考訂，皆本宋人成法，而於宋人多方面之興味，反有所不

逮。故雖謂金石學爲有宋一代之學，無不可也。①

宋仁宗（１０１０—１０６３）在位於 １０２２ 到 １０６３ 年間。前文提到的自然景
物，以及此處王國維所提的金石古器物、書畫等，都可以泛稱作“物”，即可

以被代表吾人經驗主體之“我”和“心”所理解或感知的“物”。筆者已經指

出，“物趣”一詞首見於活躍於 １０ 世紀末期的王禹偁作品裏。可是，此詞之
被多人採用，則是仁宗朝以後的事情了。在一個太平日久、物質文明空前

昌盛的時代，社會上的精英，開始廣泛地對“物”産生賞鑒和研究的關注與

興趣，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雖然詠物詞之興起與北宋後期文人社交玩

樂的活動有關，其背後有繁盛的物質文明這一歷史條件，我們不能忽略。

關於宋人對物的關注與興趣，王國維指出對於金石古器和書畫等文物

的“賞鑒之趣味”，“研究之趣味”，以及“多方面之興味”等特色。王氏之

言，雖極簡要，已經敏鋭指出，宋人除了在哲學、科學、史學、美術等重要文

化領域各有相當的進步外，也能拿文物來當作“審美”與“研究”的對象，並

因此開拓出“金石學”專門領域這一重要貢獻。我們可以比王氏更進一步，

來探討宋人物趣所表現的時代精神。

北宋晚期的文士，對於詩、畫之關係以及美學上的形神意等問題，著墨

甚多。筆者只挑出少數比較有代表性，而且也與本文比較有關係的意見，

來簡單論述一下。晁補之有討論物與詩、畫關係的《和蘇翰林題李甲畫雁

二首》，其一首六句如下：“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

中態。我今豈見畫，觀詩雁真在。”②晁補之是所謂的“蘇門四學士”之一。

蘇軾的《題李甲畫雁二首》今已亡逸，其内容可能是在稱讚李甲一幅畫裏的

雁，畫得很自然、逼真。因此，晁補之在他的和詩裏，才轉而讚美蘇軾的詩，

稱它可以代替李甲畫裏的雁本身③。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

開頭，蘇軾寫出如下非常有名的幾句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

·１４·論南宋詞所展現的“物趣”、“夢境”與“空間邏輯”的文化意義　

①

②

③

見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書店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７４ 頁下。
晁補之《雞肋集》，《四部叢刊》本。

美國學者卜壽珊（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曾簡要討論了這一點。見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牶 Ｓｕ Ｓｈｉｈ （１０３７ １１０１）ｔｏ Ｔｕｎｇ Ｃｈｉｃｈａｎｇ （１５５５ １６３６）（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第 ２６ 頁。



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①蘇軾這幾行詩句所表達

的對於繪畫“形似”問題的態度，可説跟晁補之詩句所表達的對於物外形之

强調，正好相反。也許因爲蘇軾在此詩中特别强調自然與清新之重要，因

此就把形似的價值給貶低了。關於蘇軾和晁補之看似相反的見解，明末的

名畫家、書畫理論家董其昌（１５５５—１６３６）曾作過頗具卓見的觀察：“東坡有
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余曰：‘此元

畫也’。晁以道（此應是晁補之，董氏弄錯了）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

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我今豈見畫，觀詩雁真在。’余曰：‘此宋畫

也。’”②按照董其昌的觀察，完全拋棄形似的要求是元代山水畫（尤其所謂

的文人畫）的特色。雖然此處蘇軾好像在説形似完全不值得推崇，傳神纔

重要，其實他並没有完全忽視物之形狀。美國當代中國美術史學者卜壽珊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就曾指出，在《韓幹馬十四匹》一首論畫詩裏，結尾四句幾乎
可説是在呼應前引晁補之那六句詩的：“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

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③的確，宋人還是很重視把握並在

畫面上再現物之外形的。同時，他們也認爲詩人在描繪景物時，也得透過

文字所構造的意象（ｉｍａｇｅ）把物的真正形象表達出來纔行。關於這一點，

我們可以在上引蘇軾和晁補之的詩裏看出來。蘇軾很有自信地説，他的詩

跟韓幹的畫一樣，把馬的形象再現出來。當然，必須指出，蘇軾和晁補之是

物之形與神都兼顧的。晁補之説畫要能寫出物本身以外的形，而蘇軾也説

要能看出他的詩與韓幹的畫所再現的馬之真實，非有伯樂般善於鑒别駿馬

的“相馬術”不能勝任。

根據李澤厚所言，對於自然環境景物的真實描寫，是五代到宋山水畫

的重要傳統。李先生提到，北宋山水畫的領路人是五代畫家荆浩。在被後

世認爲是他所著的《筆法記》裏，荆浩説：“太行山……因驚其異，遍而賞之。

明日攜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真。”④荆浩此處所言，似乎是在記述

·２４· 　 嶺南學報　 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

①

②

③

④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全六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１９６７ 年版，第五册，第 ２８９３ 頁。
這幾句話出自董其昌《畫旨》一百一十五則中之一則。見董其昌《容臺集》第四册，臺北：“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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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第 １５ 頁。



他親身到自然界去體驗自然對象，去寫生。李澤厚指出，荆浩是繼承南齊

時代（４７９—５０２）畫家謝赫的“六法”而提出山水畫的“六要”（氣，韻，思，
景，筆，墨）的①。《筆法記》又説：“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②

對於荆浩所樹立的中國山水畫美學特色，李先生作了中肯的總結：“不滿足

於追求事物的外在模擬和形似，要盡力表達出某種内在風神，這種風神又

要求建立在對自然景色對象的真實而又概括的觀察、把握和描繪的基礎之

上。”③前面提到的蘇軾與晁補之對於詩、畫須表達馬跟雁的“真”之關切，

就是與這種宋人特有的“物趣”有關的。宋人山水畫所展現的這種物趣，元

代（１２７９—１３６８）以後就改變了。李澤厚説：

既然重點已不在客觀對象（無論是整體或細部）的忠實再現，而在

精煉深永的筆墨意趣，畫面也就不必去追求自然景物的多樣（北宋）或

精巧（南宋），而只在如何通過或借助某些自然景物、形象以筆墨趣味

來傳達出藝術家主觀的心緒觀念就够了。因之，元畫使人的審美感受

中的想像、情感、理解諸因素，便不再是宋畫那種導向，而是更爲明確

的“表現”了。④

李先生此處的“表現”，就是“表現自我”（ｓｅｌ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的意思，是相
對於客觀對象之“再現”（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而言的。我的已經退休了的中國藝
術史同事，艾瑞慈（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教授，也曾做過類似李先生的觀察：
“晚宋藝術家，對於他周遭的世界感到得意，認爲繪畫的任務，應該集中在

記述這個理想世界的外表之優美，然而元代藝術家則把山水畫當作記述他

自己的工具。”⑤毋庸置疑，宋人的物趣跟他們對於宋代昌盛的物質與精神

文明所感受到的自信，是有密切的關聯的。

前文已提及，管見所知，《宣和畫譜》是現存第一部把“物趣”一詞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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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美的歷程》，第 １７４ 頁。有名的謝赫“六法”是：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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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四集第六輯，第 １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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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審美批評辭彙的文本。該書第十六卷，討論宗室畫家趙孝穎時，有如下

文字：“……翰墨之餘，雅善花鳥。每優游藩邸，脱略紈綺，寄興粉墨，頗有

思致。凡池沼林亭所見，猶可以取像也。至於模寫陂湖之間物趣，則得之

遐想，有若目擊而親遇之者，此蓋人之所難，然所工尚未已，將復有加焉。”①

很清楚，“物趣”在這段話裏指的是自然景物給人所感發的興趣。此詞出現

於明代的典籍時，其指涉的對象已經從自然景物和山水畫，擴充到别的藝

術領域裏面去了。與王世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是好朋友的晚明文人張應文，在
其《清秘藏》一書裏，討論到古玉時説：“三代秦漢人製玉，古雅不煩，無意肖

形，而物趣自具。若宋人製玉，則刻意模擬，雖能發古之巧，而古雅之氣已

索然矣。”②張應文認爲，三代秦漢時候的人，用玉雕刻物品時，不刻意摹仿

物的形狀，其作品卻自自然然地具備了物本身能吸引人的興趣；可是，宋人

在製作玉物品時，刻意模擬物之形狀，其結果卻使物之古雅風神完全消失

了。張氏“物趣”説的背後是有形 ／神、天然 ／人工之分作爲理論基礎的。比
張氏稍晚的屠隆（１５４３—１６０５）也以類似的概念來論畫。在《考槃餘事》裏，
屠隆説：“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

其高遠。”“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

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③趙昌是北宋畫家，以擅畫花果著名。徐

熙（８８６—９７５）則是五代南唐時的有名花鳥畫家。屠隆已經清楚地把畫裏
的物趣和天趣分開，而在他看來，力求工巧、形似以至喪失神氣的物趣，是

宋畫的一個特色。

在刊於 １５９１ 年的《遵生八牋》裏，高濂（約生活於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年間）繼
承張應文、屠隆的觀點，加以發揮，增加不少細節。筆者且引一兩段論玉和

畫的文字，來作例證：

論古玉器：然漢人琢磨，妙在雙鈎，碾法宛轉流動，細入秋毫，更無

疏密不匀，交接斷續，儼若遊絲白描，曾無滯迹。若余見漢人巾圈，細

碾星斗，頂撞圓活；又見螭虎雲霞，層疊穿挽，圈子皆實碾雙鈎，若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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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動。但玉色土蝕殆盡，綴綫二孔，以銹其一，此豈後人可擬？要知巾

圈非唐人始也。……其制人物、螭玦、鈎環并殉葬等物，古雅不煩，無

意肖形，而物趣自具，尚存三代遺風。若宋人則克意模擬，求物像形，

徒勝漢人之簡，不工漢人之難。所以雙鈎細碾，書法卧蠶，則迥别矣。

漢宋之物，入眼可識。

論畫：余所論畫，以天趣、人趣、物趣取之。天趣者，神是也；人趣

者，生是也；物趣者，形似是也。夫神在形似之外，而形在神氣之中，形

不生動，其失則板；生外形似，其失則疏，故求神氣於形似之外，取生意

於形似之中。生神取自遠望，爲天趣也；形似得於近觀，爲人趣也；故

圖畫張挂，以遠望之。山川徒具峻削，而無煙巒之潤；林樹徒作層疊，

而無摇動之風；人物徒肖，尸居壁立，而無語言顧盼、步履轉折之容；花

鳥徒具羽毛文彩，顔色錦簇，而無若飛、若鳴、若香、若濕之想：皆謂之

無神。四者無可指摘，玩之儼然形具，此謂得物趣也。能以人趣中求

其神氣生意運動，則天趣始得具足。……余自唐人畫中，賞其神具畫

前，故畫成神足；而宋則工於求似，故畫足神微；宋人物趣，迥邁於唐，

而唐之天趣，則遠過於宋也。①

從上引兩段，我們可以看出，雖然高濂没有交代，物趣、天趣、形、神等

概念均來自張應文與屠隆的簡要論述，而且有幾句還直接摘自張應文。不

過，高氏也同時加了“人趣”一項，細節剖析，和概念闡述，使其論述更加充

實，更具説服力。不可忽略，張、屠、高三人都免不了受了“文人畫”理想的

影響，因此，在指出“物趣”乃宋人藝術與審美之一要素的同時，他們也没忘

了貶低此一宋文化特色。

簡述了“物趣”與宋文化關係後，下面我們進一步來討論南宋的詠物

詞。如前所述，詠物詞雖起於北宋蘇軾的時代，它是到了南宋，尤其是 １２
世紀末期以後，即姜夔和史達祖活躍的時代以後，纔大爲興盛起來。關於

南宋詠物詞，葉嘉瑩先生特别提出應該注意的兩點。其一，南宋偏安江南

既久後，士大夫“競尚奢靡及吟詞結社”之風極爲盛行，構成詠物詞特别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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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社會背景①。其二，南宋詠物詞中普遍用典的風氣。第二點是南宋詞

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層面，留待後文加以詳述。筆者先交代一下南宋詠物詞

的重要發展。

史達祖跟姜夔是同時代人，但年輩稍晚。在其傳世的 １１２ 首詞中，爲後
人稱讚者，大多是詠物之作，雖然其詠物作品也只不過十餘首而已。史達

祖的詠物詞通常局限於對所詠之物的“客觀描繪”上，因此其刻畫鋪陳雖極

工巧，但卻有“不免過分沾滯於物”之嫌②。在南宋詞的發展過程中，姜夔纔

算是一個承先啓後的關鍵人物，對後來的影響很大。

南宋前期，大部分文人受到時局與國事的影響，都在他們的著作裏表

達愛國熱情與英雄氣概。這時期的詞人大多遵循蘇軾所開闢出來的豪放

路徑作詞。生活於北、南宋之交的李清照（１０８３—約 １１５５），算是一個例外。
雖然她在少數的傳世詩篇裏表達了對於政治與國事的關懷，可是她在詞裏

就不去抒寫這些題目了。她認爲“詞别是一家”③，與詩有本質上的不同，有

其獨特的語言與題材，以及由配樂而得來的特質。李清照是正統婉約詞風

的支持者。繼承蘇軾的豪放詞風，並加以改變和發揚光大的是辛棄疾

（１１４０—１２０７）。對於國家大事的熱誠，率直的個性，以及豐沛的精力和學
養，這些因素使辛棄疾把詞題材擴充得遠大於蘇軾所已經開展的範圍，更

把詞從描寫艷情的傳統題材大大地解放出來。他把蘇軾“以詩爲詞”的寫

作方法，擴延成“以文爲詞”，有時還像寫散文一樣地在詞裏大發議論。辛

詞的特色是語言雄健，節奏鮮明，多半採用直抒胸臆的傳統表達方式，大量

典故的運用。辛棄疾對南宋後期詞壇有很大的影響。

姜夔是屬於比辛棄疾稍晚一輩的文人。宋金兩國在 １１４１ 年簽訂了和
約，雙方以淮河爲界，南宋每年得向金國統治者繳納大量的幣帛。儘管

１１４１ 年後，宋金又有過數次衝突，新的條款也隨之簽署，南宋朝廷卻開始偏
安於其開國疆土的南半部了。尤其在 １１６３ 年的符離之戰後，由於内亂，金
國已經無力再對南宋發動大規模的攻擊。所以，從 １１６５ 年簽訂宋金和約到
１３ 世紀 ７０ 年代蒙古開始征服南宋爲止，相對而言，這一時期南宋處於富饒
的南方地區，少有戰亂之苦，一直享受和平，並且日益繁榮。技術突飛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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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商業高度發達，生活方式愈趨都市化，這些都使得南宋成爲當時世界上

最富有與發達的國家。姜夔主要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承平日久的時代，

一個推行偏安政策、導致前期廣泛流播的愛國熱情已漸消退的時代。不

過，姜夔並不是對於國家社會的福祉毫無關懷。一種含蓄精微的對於國家

社會的關懷，可在他的一些作品裏體會出來。姜夔曾於 １１７６ 年（他當時約
２２ 歲）路過揚州時，感慨由於金人於 １１６４ 年的侵犯，揚州還相當殘破，而作
了那首有名的自度曲詞《揚州慢》①。他也多少受了辛棄疾的影響，寫過一

些摹仿辛詞的作品。不過，一方面因爲大時代背景，一方面因爲終身是布

衣，主客兩方面的因素使姜夔很少像南宋前期作家那樣，直接抒發沉痛的

憂國憂民之情懷。

還須一提的是，姜夔是江西人，早年受過被後人尊稱爲江西詩派開創

者黄庭堅（１０４５—１１０５）很深的影響。他曾在《白石道人詩集自序》裏坦承：
“三薰三沐師黄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

所學之爲得，雖黄詩亦偃然高閣矣。”②錢鍾書（１９１０—１９９８）先生指出，在黄
庭堅討論詩文的議論裏，如下引《答洪駒父書》“這一段話最起影響，最足以

解釋他自己的風格，也算是江西詩派的綱領”：“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

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

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③撇開杜詩

韓文是否真的“無一字無來處”不論，黄庭堅這種學習古人詩文以及自己創

作的態度，已經可以説是把詩文當“物”一樣來“鑒賞”、“研究”、“創作”了。

雖然姜夔説他學習黄庭堅學到連他自己的詩歌創造力都被扼殺，以致“大

悟學即病”，可是他並没有完全摒棄江西詩派强調“讀書多”、“貴用事用

典”、注意詩詞篇章的組織以及文字技巧等相當專業化的習慣。此外，他也

一向是用比較剛硬的語言（即接近蘇軾和辛棄疾的雄健語言）來寫詞的，甚

至連寫關於愛情的詞也如此。

姜夔傳世的 ８７ 首詞中，約有 ３０ 首是詠物詞，而且這 ３０ 首中有幾首還
是爲人所傳誦的上好作品。當然，每一個大詞人的成就，應該是多方面的。

在本論文裏，筆者只想關注姜夔詞裏最富創造性、最具特色也對後代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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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部分，而這些大部分得在其詠物詞裏尋找。

“物”在漢語裏泛指一切可被吾人之“心”所理解或感知的事物①。

“我”和“心”則是漢語指涉經驗主體的兩個概念，而“物”正好與之相對。

因此，“物”既指物質世界、人間萬象和抽象概念中所包含的一切實體與現

象，也包括那些虚幻的、想像的事物。不過詩人和批評家使用“詠物詞”這

一概念時，主要是指自然界中的細小物體，諸如花卉、鳥蟲等，而風景、個人

經歷或歷史事件通常並不包括在内。在創作詠物詞時，詞人從直接抒寫一

己之經驗的處理方式退出，不再把自己的感受當作抒情重心，而是把自己

當作那一抒情重心（或所謂的“心境”）的觀察者。在前一種直抒胸臆的情

況下，作品結構著重在抒情主體及其對情境的感受，這是中國傳統抒情詩

的一般特點。但在新的詠物模式中，佔據主導視角的，就不再是抒情主體，

而是外在的物了。詠物詞的這種新發展趨勢，相對於中國抒情傳統（即主

要體現爲“詩言志”的傳統）而言，是一個根本的轉變。姜夔的詠梅花名篇

《暗香》和《疏影》兩首詞是這一個根本的轉變的最早和最佳例證。

根據詞人在兩首詞的小序裏的自述，１１９１ 年冬姜夔在范成大（１１２６—
１１９３）家作客，應主人的請求而自度《暗香》和《疏影》兩曲並寫了詞。《暗
香》和《疏影》是最常被人引證和歎賞的姜夔詞。調名是取自北宋隱逸詩人

林逋（９６７—１０２８）《詠梅花》律詩裏的兩句：“疏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黄昏。”②林逋用“疏影”和“暗香”分别來描寫梅花的形狀與香味。兩首詞

如下：

暗　 　 香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

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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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①

疏　 　 影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黄昏，無言自

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

作此花幽獨。　 　 猶記深宫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

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

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横幅。②

這兩首詞頗爲晦澀難讀。歷來有許多很不相同的解讀，有把它們當作

是追憶姜夔所愛的女人的，有認爲是在哀歎自己不理想的身世的，也有認

爲是在哀悼 １１２７ 年北宋徽、欽二帝及宫女們被金人俘虜去的，莫衷一是。
《暗香》是兩者中比較明白曉暢的一首。其主題看來也確乎是作者在

回憶他所愛的、曾常常一起在杭州西湖邊聚會、月夜梅邊吹笛的女人。詞

第二句直接點明“我”，然後第三句直接提到梅花，而此花並非拿來作爲所

愛女人的隱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它只是勾起詞人對於愛人之回憶的“物”而已。
《暗香》只在第三韻拍裏用了典故，將詞人自己比作因爲年老而感到對梅花

已無熱情的何遜（死於 ５１８ 年）。通篇裏，經驗主體（即詞裏的説話人，抒情
的主人公）及被經驗到了的“物”，判然分而爲二，毫不模糊，並且經驗主體

是把全詞通貫成一體的作用者。不能忽略，此詞是放在抒情詩所慣用的

“此時此刻”（ｌｙ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的間架裏寫出的。
《暗香》裏强烈的個人色彩在《疏影》裏消失了。詞裏的抒情説話人

（ｌｙｒｉｃ ｓｐｅａｋｅｒ）讓出其整合全詞的地位給梅花。姜夔在《疏影》裏安插了一
個多層次並以梅花這個物爲中心的象徵間架。此詞雖不長，卻用了不少典

故。關於這個顯著的特點，劉婉教授曾提供如下精闢的觀察：

全詞九韻，除了頭尾，韻韻用典，甚至一韻數典。“翠禽”暗用趙師

雄遇梅花仙的神話；“無言自倚修竹”，化用杜甫《佳人》“日暮倚修竹”

句；“昭君”借鑒歷代騷人墨客借之以抒寫懷才不遇、去國離鄉之情的

傳統；“佩環”，暗用杜甫《詠懷古迹》之三。下片“深宫舊事”，暗用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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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金屋”暗帶漢武。“玉龍哀曲”，則以典喻典，表面代指邊塞古曲

《梅花落》，實則借古曲暗指徽宗“吹徹梅花”之哀曲。這些典故，各自

源出神話，傳説，古今史事，經典詩文。從表面上看，它們除了或多或

少間接涉及梅花，没有實質性的相互關聯。……每一個典故實際上是

一個有來龍去脈的故事句縮寫，或者是有立體空間的多層次意境的凝

聚濃縮。①

文學裏典故的作用相當於動詞性的比喻（ｖｅｒｂ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能够將兩件
事或兩種行爲等同起來②。這種可以牽合兩個屬於不同時空領域的人生經

驗之功能，使得典故在文學作品的結構中變得非常重要。因爲典故所涉及

的事件及行爲，經過其隱含的比喻關係，可以立即賦予一段文字或整篇作

品一個間架。比喻關係就是對比關係，即詩人拿前人的經驗來跟他自己當

下的經驗作對比。《暗香》中何遜的典故就是一個例子。典故除了動詞性

的比喻，用來作對比外，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即爲詠物詞的結構注入“時間”

和“其他”（Ｏｔｈｅｒ，即並不屬於詩人當下經驗領域裏的東西）要素。典故一
旦脱離抒情主體（ｌｙｒ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和其當下詩感環境（ｐｏｅｔ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的雙重
限制，成爲集中於所詠之物的獨立存在，則其所反映的歷史活動與抒情主

人公在當時抒情瞬間的感觸，便合而爲一，産生出一個内涵豐富且複雜的

結構。透過一系列與梅花有關的典故間之平行並列，姜夔把自己一生漂泊

異鄉的遭遇與國勢衰微之歷史事實所賦予他的深沉内心經驗，以象徵的語

言表達出來。

如果《暗香》全從抒情主人公的視角來回憶作者所愛的女人，那麽《疏

影》就是詞人把其對於身世和國家的憂慮之複雜心境，和盤外化在梅花這

個物上。在寫《疏影》時，姜夔的抒情自我已經完全消失，而詞中所描述的

詩感環境，也不是近體詩中的“此時此地”所能局限。在這種情況下，詞人

所詠之物已不再是外界可見可賞的東西而已，而變成客觀展現詩人複雜心

境各層面的象徵。我們也許可以把這個心境外化於物的創造過程稱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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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物化”（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①。就中國長遠的抒情詩歌傳統來説，姜
夔在他的少數長調詞裏（如《疏影》和詠蟋蟀的《齊天樂》），所體現的新抒

情美典，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詠物新抒情美典是拋棄傳統的“時間邏輯”

（ｔｉｍｅｌｏｇｉｃ），轉而依循“空間邏輯”（ｓｐａｃｅｌｏｇｉｃ），而展現出來的一種“圖案
式”的結構方式。這一點要留到本文第三節再來詳論。

二、透過夢之窗口

宋朝是中國都市發展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時代。根據專家估計，北宋末

期有一個都市（汴京，即今天的開封）擁有一百萬的人口②；有三十個城市，

各有四萬到十萬或更多的人口；有六十個城市各有一萬五千居民；擁有四

千到五千人口的縣或府城，也差不多有四百個。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認

爲當時超過一億的總人口裏，約有 ５％的人住在都市的環境裏。城市的
發展在南宋更加可觀。臨安（今杭州）有一百五十萬的人口；而很多城

市，尤其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幾乎跟臨安一樣也成爲重要的商業和文化中

心。１３ 世紀宋亡後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約 １２５４—１３２４），在其著作《馬
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當時中國擁有很多城市，其大小和華麗程度爲世界

其他地方所未有。在宋朝及以後，傳統中國城市還有一個與世界其他地

方城市不同的特色：都市與近鄰的鄉村地區間互動與交流極爲密切、蓬

勃。雖然每個都市都有城牆和護城河，可是在城市裏常有鄉村生活與農

業活動，而城牆外頭也總有成片的市區延伸地帶。城市和鄰近的鄉村是

開放的，讓人在兩者之間自由來去，因此每天總有很多人進出城市。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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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節日，鄉下人常會入城來買賣物品和食物，或者來觀賞各種表演和

展覽。

今天我們還有宋人或宋遺民撰寫的、關於北、南宋兩個京城的五部書：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録》（１１４７ 年序），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１２３５ 年
序），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勝録》（書可能成於 １２３５ 年之後），吳自牧的
《夢粱録》（書可能成於 １２７６ 年杭州淪陷後），周密（１２３２—１２９８）的《武林
舊事》（書大概成於 １２８０ 到 １２９０ 年間）①。五本書中只有《東京夢華録》是
記述開封，其他四本都是有關杭州的記録。因爲《東京夢華録》是第一部關

於宋京城的著作，該書成爲其他四部書的樣本。在記叙杭州時，四位 １３ 世
紀的作家，常帶著一種懷舊的心情，把他們親身體驗過的杭州習俗風尚拿

來跟開封比較。

根據這五部 １２ 和 １３ 世紀關於開封與杭州的記載，這兩個京城（其實
别的宋代大城市也一樣）是擁有大量財富、商業活動以及高雅的玩樂活動

的大都會。都城裏頭有很多時髦的旅店、飯館、茶坊、酒家、廟宇、娛樂場

所，可以滿足居民和遊客們的奢靡嗜好和精緻品味。有些店鋪專門出售奢

侈品，也供應不少來自國内各地區，甚至從海外輸入的貨物。即使不談巨

大財富和都市生活樂趣，杭州和其他長江下游的大城市（如蘇州、揚州、南

京）也都是可以供人賞玩的風景絶佳之境。例如，杭州的西湖中經常有裝

飾華美的各式遊艇漂蕩，載著歌聲曼妙的歌女，還夾雜著賭博的喧譁，各種

娛樂層出不窮。沿著湖畔豪宅林立，園林精美，裏面分布著亭臺、小橋、池

塘、溪流、洞窟和假山，還有不少珍貴稀有的花卉、樹木。城内外有很多華

美的寺廟和道觀。一年之中，在繁多的節日裏，人們或湧向城中，或跑到城

外近郊景點，盡情地慶祝並享受美好的生活，尋樂，欣賞風景，或觀賞各種

表演。吳自牧有如下一段簡短評述富家豪門的優雅生活：“杭州苑囿，俯瞰

西湖，高挹兩峰，亭館臺榭，藏歌貯舞，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②由

此可見，在晚宋的杭州城中，宴會隨處可見，遊樂蹤迹不絶，整個城市充斥

著閑情逸致。然而這種奢華的生活並不爲杭州所特有，南宋類似這樣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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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還有不少。在這樣的城市中，上層階級和富商是最爲幸運的一群，和平、

富足和城市化給他們帶來的高雅生活方式，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范

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所撰的《吳郡志》裏有：“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
杭。’”①這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個俗諺可以見到的最早文字記載。

既然范成大説“諺曰”，則把蘇州、杭州比喻作地上的天堂的説法，起源應該

更早。不過，在南宋後期繁華的環境中，江南都市裏的居民把他們的家鄉

比作天堂，格外顯得貼切。

這五部京城紀録有三個共同點值得提出。首先，這些紀録好像都是在

作者的晚年撰寫的。其次，五部書中都有作者耳聞目睹的内容。不過，有

些材料則是從别的文本轉抄而來。例如，吳自牧的《夢粱録》有些地方是一

字不改地抄自《都城紀勝》，而周密也依靠了一些今已亡逸的宋末材料。但

總體來説，五位作者都是以親身經歷爲基礎來進行記録的。尤其重要者，

他們的經歷多是關於太平盛世時兩個京城的日常生活與風俗，因此他們的

記録可以説是由對親身經歷的、已如明日黄花的太平繁華日子的追憶組成

的。第三，“夢”這一概念是五部記録的一個重要支柱。除了《都城紀勝》和

《西湖老人繁勝録》外，“夢”字在其餘三部裏都直接地出現。在《東京夢華

録》序裏，孟元老説：“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

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録》。”②“華胥之國”是一個典故，指

《列子·黄帝篇》中，黄帝晝寢而夢遊理想的華胥之國的故事③。孟氏把開

封比喻作華胥之國的用意，不外是點出：北宋京城裏的幸福快樂生活，看似

完美而無止境，其本質卻像夢一樣的虚幻。《夢粱録》書名也含了一個典

故，暗指唐朝作家沈既濟（約 ７５０—８００）的《枕中記》。這篇唐傳奇寫一個
窮書生，枕在一位道士給他的枕頭上進入夢鄉，在夢中經歷了榮華富貴的

一生。他的夢很短，因爲當他醒來時，客棧老闆替他煮的黄粱米飯還没有

熟。④ 用《枕中記》這個典故，吳自牧把人世間享樂與榮華之易逝加在虚幻

如夢這個本質上。周密的《武林舊事》序言包括如下幾句：“既而曳裾貴邸，

耳目益廣，朝歌暮嬉，酣玩歲月，意謂人生正復若此，初不省承平樂事爲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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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也。及時移物换，憂患飘零，追想昔遊，殆如夢寐，而感慨係之矣。”①“曳

裾貴邸”是指周密去拜訪達官貴人，作他們的“謁客”（即“清客”）。儘管

《都城紀勝》和《西湖老人繁勝録》兩書的作者没有提到“夢”，我們説他們

寫書的目的是害怕如果杭州的榮華不被紀録下來，它會在人們的記憶裏很

快消失得像夢一樣，應該不算牽强吧。事實應該就是如此，因爲這兩位作

者都讀過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録》。

在中國文化傳統裏，“人生如夢”是一個很古老的概念。最早提出此概

念的是戰國中期的思想家莊周（約公元前 ３６９—前 ２８６）。“人生如夢”一語
的出處在《莊子·齊物論》長梧子回答瞿鵲子話中一段：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

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

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

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②

長梧子所謂“此其大夢也”，無疑是對普通人的執迷不悟、“夢中占夢”

似的一生作了一個比喻。莊子認爲，普通人都是渾渾噩噩地過著如夢一樣

的生活，而不自覺自己一向處於夢幻之中。只有聖人纔能够看出人生是一

場大夢，而從中覺醒過來。

莊子以後，很多大文學家，如杜甫、沈既濟、晏幾道（１１ 世紀後半期）、蘇
軾和陳與義（１０９０—１１３８）等，也都就“人生如夢”這個主題，寫過很好的作
品。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只舉兩個例子。北宋詞人晏幾道是個寫夢能手。

他晚年替自己詞集《小山集》寫的一篇序文裏就説：“考其篇中所記，悲歡合

離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撫然，感光陰之易遷，歎境緣之無

實也！”③晏幾道是在重讀自己的情詞後、撫今思昔而興人生虚幻無實之歎

的。蘇軾是在傳統中國夢理論及夢文學兩方面都有貢獻的大學者、作家，

受到莊子很深的影響。蘇軾在很多詩詞裏表達了“人生如夢”和“古今如

·４５· 　 嶺南學報　 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

①

②

③

周密《武林舊事·序》，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録（外四種）》，第 ３２９ 頁。
錢穆《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１ 頁。
見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彙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２５ 頁。



夢”的感慨，而尤其以詠“赤壁懷古”的《念奴嬌》和詠“夢盼盼”的《永遇

樂》兩詞最爲精彩。蘇軾要表達的“人生如夢”觀之最基本含意不外是：

時過境遷，一個人的親身經驗或透過閲讀而得來的對於歷史人物的知識，

也必定會變成一些意象儲藏在記憶裏，只有偶爾像作夢一樣纔會浮現於

眼前。

對於孟元老等五位作者來説，“人生如夢”也許傳遞了比莊子、晏幾道

和蘇軾所抒發的更爲廣大、更能引人注目的意義。正如孟元老和吳自牧書

名中所用的典故所暗示的一樣，“夢”代表“令人喜愛的美夢”，而不是“噩

夢”或“令人失望的夢”。因此，一個專心、熱情地追求享樂奢華的人生，正

像一場令人喜愛、人人想要的美夢。既然像夢，這樣的人生總是虚幻、短暫

的，注定會轉眼消逝的。撰著開封和杭州紀録的五位作者，一方面當然覺

得他們很幸運能生活在一個太平富裕的時代，另一方面他們也提醒讀者，

不要忽略記載在他們書裏的美滿、享樂、奢華的生活之本質，是跟夢一樣虚

幻的。這種把美滿人生，認爲同時含有互相穿透交叉的真實與虚幻一體之

兩面的看法，廣泛地被 １３ 世紀宋代的作家與學者所接受。詞人吳文英就
是持這種看法的最傑出的例子之一。

中國學者陶爾夫和劉敬圻在他們合著的《南宋詞史》一書中説：“夢窗

詞之所以撲朔迷離、與衆不同，主要表現在他不是一般地、直接地描寫或反

映現實，也不是一般地、直接地去抒寫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善於通過夢境

或幻境來反映他内在情思和審美體驗，並由此構成迥異於他人的不同詞

風。”①在號“夢窗”、晚年又改號“覺翁”的吳文英之生平和文學創作中，夢

的確佔有極重要的地位②。根據陶、劉二氏的統計，在現存三百四十多首夢

窗詞中，光是夢字就出現了一百七十一次③。其他寫夢境而不直接用夢字

的夢窗詞還有不少。尤應指出，根本不是寫夢的吳文英詞也常給人一種撲

朔迷離、不知所云的感覺。所以，我們可以説，這位與衆不同的晚宋詞人，

是經常透過一個“夢幻之視窗”來觀察人生和世界的。吳文英詞裏的夢幻

世界是既豐富又多姿多彩的，在這篇論文裏，本人無法作詳細的論述，只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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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一首詞來作例證①。

筆者想舉作例證的是如下題爲“靈岩陪庾幕諸公遊”的《八聲甘州》：

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崖雲樹，名娃金屋，殘霸

宫城。箭徑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時靸雙鴛響，廊葉秋聲。　 　 宫
裏吳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醒醒。問蒼天無語，華髮奈山青。水涵

空、闌干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②

這是一首非寫夢卻充分展現跟夢一樣境界的絶妙好詞。葉嘉瑩先生

於多年前寫過《拆碎七寶樓臺———談夢窗詞之現代觀》一文，對此詞之析

釋，至爲精密周到③。筆者大體上依照葉先生的解説，把此詞與吳文英的

“夢幻意識”簡要描述一下。

吳文英大約於三十多歲時在蘇州作倉臺幕僚。《八聲甘州》是他有一

次陪倉（庾）幕中友人遊靈岩山後所作的懷古傷今之作。范成大的《吳郡

志》載：“靈岩山，即古石鼓山……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煙三里，在吳縣西三

十里。上有吳館娃宫、琴臺、響屧廊。”④起拍兩句寫詞人從高聳的靈岩山向

四面八方遠望，只見浩渺無邊無際的空間，全無煙雲。眼前浩渺的空間給

吳文英以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於是他心中忽發奇想：眼前這座靈岩，究竟

是什麽時候從天上掉下來的一顆長星呢？詞人在短短兩句裏，把渺無邊際

的空間與自遠古未有靈岩前以來之無量數時間融合爲一。次拍三句接寫

由青天隕落的長星，幻化出種種景象、人物、文物來。眼前實實在在的“蒼

崖雲樹”，加上一個“幻”字，就與作者此時腦際浮現的一千數百年前西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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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館娃宫和吳王夫差所建的宫殿接合起來。於是，真與幻融合成一體。

從這一拍直到過片首拍，寫的是層層幻境，與我們通常所謂的夢境，毫無兩

樣。其實，我們可以把寫幻境這一段當作是吳文英遊靈岩那天所作的“白

日夢”。吳文英用寫夢的手法來寫其内心深處的感覺與思想是無庸置疑

的。上片第三拍寫眼前再現的采香徑影像。箭徑（即采香徑，“一水直如

矢”①，故名）遺迹雖在，而已荒廢，於秋風拂面時，令人覺得眼睛酸痛。這句

是寫眼前景物給人的感觸。因爲采香徑是吳王時宫女們清洗妝垢之處，所

以在夢窗的想像中，兩岸之花應被脂膩的水所染而帶有腥味。此兩句不但

把眼前所見與想像中所展現的歷史圖畫湊合一處，而且也把視覺、觸覺、味

覺、嗅覺四者混合起來，給人以極强烈的感官刺激。結拍繼之而寫聽覺：於

風掃落葉的一片秋聲中，恍惚時時還可聽到西施穿著鞋履走過響屧廊時所

發出的聲響。吳王夫差的荒淫終致亡國的生活，在這充滿感官意象的幾句

話裏，被展現無遺。

過片首拍兩句用具體的意象總結此前借細節寫吳王溺於西施之歌舞

宴樂。夫差因爲沉迷酒色以至被句踐所滅，而輔助句踐滅吳的范蠡卻因爲

看透了越王是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的君主②，而功成身退，隱居

五湖（即太湖）。范蠡是吳越爭雄時唯一頭腦清醒的人，與夫差之昏迷沉醉

形成對照。接著次拍二句，筆鋒似乎一轉，回到眼前之現實，夢窗之白日夢

也陡然告一段落。吳文英處南宋末季，其時外有强敵壓境，内有奸臣誤國，

而時君昏庸，有若吳王夫差。所以，吳文英把自己比喻成像范蠡一樣獨醒

的倦客，向眼前太湖浩渺之蒼波，詢問千古興亡之事。然而湖水無言，詞人

也只有以滿頭之華髮，對著青青的山色，作無可奈何之歎。葉嘉瑩先生説

得好，吳文英於結尾兩拍，“又極力自千古興亡之悲慨中掙扎騰躍而出，以

景代情，而融情入景”③。“水涵空”二句，應該是寫當日靈岩山上所見的實

景。山上有一閣，爲吳國時建，名“涵空”，即取太湖水上涵高空，水天相映，

呈一片空茫狀態之意。我同意葉先生的解釋，夢窗用“涵空”兩字是故意要

暗喻吳時所建的閣名的。夢窗所以如此作，就是要糅古今、真幻爲一體。

那日詞人在闌干高處瞻望，只見零亂的歸鴉與西斜的落日一併沉没於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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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漁汀之外。此時夢窗心中之悵惘、悲苦以及空漠，可以想見。因此他以

“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三句作結。詞人之所以連連呼酒，就是要借

酒來澆洗其心中的悲哀與鬱悶。想不到，上了從吳國時遺留下來的琴臺以

後，詞人竟發現，“悲哉”之秋氣竟上與雲平，把一切都涵蓋在其中，真真令

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讀至此，我們纔了解，前舉蒼崖雲樹、名娃金屋、

殘霸宫城、吳王、倦客，乃至詞人自己，都“盡籠罩於此深悲極慨之中，而又

盡化出於四遠雲煙之外”了①。吳文英之善於在抒情詞中創造夢幻的、悲劇

性的氛圍，令人佩服。

必須指出，吳文英對於夢境之處理迥異於北宋的寫夢大家如晏幾道和

蘇東坡等②。晏幾道常常“以真爲夢”或者“以夢爲真”，而蘇軾則常在詞裏

表達人生只像是一連串旋生旋滅的夢境之感慨。可是，這兩位北宋作家詞

中所表現的時間意識以及真幻之分的意識，仍然異常强烈。晏、蘇的寫夢

詞裏，隨處可以看到“從前”、“當年”、“如今”、“當日”、“從來”、“者番”、

“十年”、“夜來”、“覺來”等表達清晰時間觀念的字眼。這些語辭把今與昔

分得非常清楚。因此，我們讀這兩位作家的詞時，也就不難分清什麽是眼

前景，什麽是夢中影像了。可是，吳文英的《八聲甘州》給我們的印象就完

全不是這樣了。從頭到尾，吳文英一直是把時間與空間、真與幻、今與昔、

實與虚、神話與歷史結合成緊密之一體。雖然我們可以看出詞人何時入

“白日夢”中，何時再回到清醒的現實世界來，可是在其入夢前與出夢後，其

眼前景象裏，仍有虚幻之影像存焉。因此，我們就是把此詞視爲夢境之直

接體現，亦無不可。尤爲重要者，在《八聲甘州》裏，眼前景與白日夢中影像

雜然並存，裏外平行，今昔同列，真幻難分。詞本身全無“時間性秩序”可

言。其所表現的結構，可説近似姜夔詠梅花的《疏影》，是一種由平行、並

列、對等諸原則所産生的“空間性秩序”。吳文英可説是把姜夔所發展出來

的詠物新美典用在寫白日夢的心境上，並且把這個新美典發揮到了極致。

我們可以説吳文英是把他那日遊靈岩的複雜心境當作“物”來寫一首詞的。

吳文英的《八聲甘州》，雖然不算是“詠物詞”，但是它已經有姜夔所樹立的

“詠物新抒情美典”的特徵了。這種夢境之體現（不管是真夢或者只是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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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是在晏幾道與蘇東坡兩位寫夢能手的詞集裏找不到的。吳文英這首

（以及其他）詞是代表兩宋寫夢詞———其實也可説宋詞本身———的一個極

重要的發展。這個新發展是與南宋後期詠物詞以及當時士人的“人生和世

界即夢境”的新審美觀點有密切關係的。

三、空 間 邏 輯

現在我們可以把此前已經提出的“時間性秩序”與“空間性秩序”兩重

要概念拿來做較爲詳細的論述。據筆者所知，業師高友工先生是提出南宋

晚期長調詞展現了一種“空間性圖案式”結構的第一位當代學者。在其《小

令在詩傳統中的地位》一篇論文中，高先生指出：“長調在它最完美的體現

時，是以象徵性的語言來表現一個複雜迂回的内在的心理狀態。”①他把這

個描寫心境的複雜長調結構稱之爲一種“空間性的圖案”（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②，
並認爲此一完美的體現是到南宋晚期纔完成的。此一新穎的詞結構，是高

先生根據他自己多年的研究與觀察而體會出來的。應該提出，所謂“空間

性的圖案”或是“空間性的形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ｏｒｍ）也是 ２０ 世紀初期一些西方
大詩人和小説家所共同追求的藝術理想之一。在《空間形式之觀念》一書

中，美國現代學者福蘭克（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ｎｋ，１９１８—２０１３）曾討論了浦斯特
（Ｍａｒｃｅｌ Ｐｒｏｕｓｔ，１８７１—１９２２）、喬艾斯（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１８８２—１９４１）、吳爾芙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１８８２—１９４１）、龐德（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１８８５—１９７２）、艾略特（Ｔ．
Ｓ． Ｅｌｉｏｔ，１８８８—１９６５）等大作家，在他們的作品裏所創造出的空間藝術形
式③。雖然中西文化背景不同，而南宋長調詞與西洋現代詩歌和小説也究

竟是迥然不同的兩個東西，不過光就空間性形式的構造這一點來説，兩者

之間還是有它們相似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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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蘭克嘗引詩人龐德給意象（ｉｍａｇｅ）所下的定義來開啓他的空間性形
式這一觀念的討論。龐德説：“意象是一個於一瞬間體現思想與感情之複

合物。”（“Ａｎ ‘Ｉｍａｇｅ’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ｅ．”）①如果我們只拿意象來指稱人心裏個别的片
段心象，那麽意象還算是相當單純的東西。但是，龐德及上述其他西方作

家常把一首長詩（如艾略特的《荒原》［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Ｌａｎｄ］）或一部長篇小説
（如喬艾斯的《尤利西斯》［Ｕｌｙｓｓｅｓ］）當作一幅巨大的意象（ｉｍａｇｅ）來撰寫。
這樣一來就産生了空間性結構這個極複雜而有趣的現象。意象變成了一

個把許多不同的觀念與感情混合起來、並同時分佈在一平面空間上的大圖

案（ｄｅｓｉｇｎ）。雖然在這大圖案上，作家所用的字群（ｗ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ｓ）以及所描
述的經驗或故事情節仍有先後之次序，可是我們不能只依照這種單純的

“時間邏輯”（ｔｉｍｅｌｏｇｉｃ）②來了解作家所要表達的意義與境界。圖案是一
種空間性的架構，而人類語言基本上則是一種表達思想、意見及經驗的時

間性媒介。人們閲讀空間性圖案式的文學作品之困難，就是來自這二者間

的相互矛盾與衝突的。當然，用語言文字所創造出來的圖案，並不像一幅

繪畫一樣地佔有實際的空間（ａｃ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而只不過是一種存在於人内心
的想像或概念之空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而已。然而，文學的空間既然也是
一種空間，則其構成自應依循一種與“時間邏輯”有别的“空間邏輯”

（ｓｐａｃｅｌｏｇｉｃ）③。這兩種邏輯的根本區别在於前者是依靠時間的先後連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而 後 者 則 是 依 靠 空 間 的 方 位 分 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來組織字群、段落和情節的④。前者所表現的是有先後的直綫
之時間性秩序，而後者所表現的則是由平行、並列、對等諸原則所産生的空

間性秩序。用空間邏輯寫的文學作品之意義比較不容易把握，因爲一篇作

品裏的字群、段落或情節，主要並不是指向外界事物，而是内指、反射而形

成彼此互相照應的關係。讀者不能把作品只是從頭到尾順向地讀下去就

能了解其外指之意義。他如果没能把整篇看過（其實是常須看過幾遍），就

不能領會那許多平行、横向、並列、互應的成分，是應被認爲同時共存於一

平面的圖案上的。把握了空間邏輯以後，這類作品的意義也就比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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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許多人初讀吳文英和晚宋詞人的一些作品時常有不知所云之歎，這

些作品之採用空間邏輯，當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關於詞結構的演變，高友工先生發表過精湛的論述。因篇幅所限，筆

者只簡要地把高先生的觀察檢討一下。高先生認爲早期的詞，尤其是小

令，發源於以時間性的節奏爲主要間架的七言絶句①。文人開始大量創作

詞以後，這個比較單純的時間架構就逐漸地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文人

從其詩傳統及民歌中吸取精華而發展出來的文人詞的新美典。傳統詩中

以字數齊整的句和兩句組成的聯爲基本單位的觀念，首先被打破了。除了

五七言詩的基本句式以外，現在詞中也有由一字以至十餘字的各種句子

了。尤須注意的是四言和六言的偶字句，在 １０ 世紀以後的詞裏大量出現。

四、六言偶字句是以描寫見長的駢文的主要句式。這些偶字句可在五、七

言中插用，以造成節奏上極强烈的對照效果。它們又可以四四或六六的對

仗形式出現。具有工整、和諧與緊密特質的偶字對句“是最理想的描寫感

覺所得的直接印象”的句式②。因此，高先生認爲偶字句之大量出現，正表

現詞已由直抒胸臆的美典漸漸轉向描述心理狀態的美典發展③。

其次，詩中以二句成聯爲基本單位的觀念，也逐漸被詞中以無固定句

數之韻拍（ｓｔｒｏｐｈｅ）爲基本單位的觀念所取代。在詩中，聯内兩句間的關係
不是並列（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就是延續（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在小令中，雖然大多數的韻拍
仍只各有兩句，可是其各拍内句子之間的關係，已不再局限於並列與延續

兩端。高先生把詞裏出現的新結構稱之爲“同心結構”（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或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④。詞裏各韻拍有一共同的中心或焦點，而韻拍中的句子則是
對“此一中心的不同描寫或叙述”，而這些描述“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觀點、

時間，又可以包括感覺以外的各種心理活動”⑤。不但每韻拍中各有一焦

點，各韻拍間更可以有一共同的更高一層次的焦點：一首詞所要描述的主

題。這樣一來，同心結構可以變成一種組織句與句及拍與拍的極複雜的

“層進結構”（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讓詩人可以用層層剥進的方式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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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其主題①。“層進結構”可説是詞的新美典的完美體現。因爲現在時空

多元化了，所以“層進結構”與律詩之以自我此時此地的想像活動爲中心的

抒情美典就完全不同了。“層進結構”是等到長調詞出現以後纔大有發

展的。

根據高友工的分析，小令和長調之分野，主要在於後者大量用了並列

的四言或六言句和領句字兩方面②。詞中重要的領字多半是前置副詞（如

漸、正、又）和描述心理感覺的動詞（如念、想、料、望、那堪）③。這些字多半

是用來描寫詩人的整個詩感活動（ｐｏｅｔｉｃ ａｃｔ），包括他的感覺（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回憶（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想像（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和情感（ｆｅｅｌｉｎｇ）等④。長調詞裏的領
字可看作是代表詩人對其創造活動中的内在心境與外界事物的反應和觀

察。同時，對於它們所領的句子，即描繪詩人心境及外物的句子，領字也有

其組織的功用。總之，領字是詞中描寫複雜心理狀態很重要的因素。

在長調詞的發展史上，柳永是一位很有貢獻的作家。他是第一個大量

創作長調的詞人。在他的長調詞裏，領字和鋪叙手法的活用有了相當可觀

的成就。可是，從結構的觀點來看，柳永的長調詞還是相當簡單平順而少

轉折變化的。大多數柳詞用的是一種時間性的間架，而且通常都遵循“先

寫現在→追想過去→重返現在”這樣單純的三部曲的程式⑤。此外，柳永仍
然採用傳統直抒胸臆的作詩手法來寫長調詞，所以在他的詞中，我們可以

覺察到詞人之抒情自我（ｌｙｒ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的存在。於是，詩人的内心感受乃由其
抒情自我口中直接吐出，而非以象徵心理狀態的空間架構來體現。柳永以

後的北宋大家，如蘇軾和周邦彦，雖對柳永單調的處理時間方法有所改進，

可是在以時間和抒情自我爲作詞的間架這一點上，他們卻也没有什麽重要

的突破。

周邦彦歷來被公認是集北宋詞大成、開南宋詞某些風氣的作家。就時

間之處理而論，許多周詞已有跳接、轉折及紆迴往復之妙處，可是周邦彦仍

未把時間空間化，以致並未創出真正空間性的長調詞結構來。其未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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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的原因不外是其長調詞中故事性太强所致。關於周詞的故事性，吳世

昌和葉嘉瑩兩先生都已作過討論。吳世昌曾説過：“清真長調小令，有時有

故事脈絡可循，組織嚴密。”①在討論《瑞龍吟》詠柳一詞時，吳世昌再以“近

代短篇小説作法”來比喻周詞的叙事技巧，並説：“後人填長調，往往但寫情

景，而無故事結構貫穿其間，不失之堆砌，即流爲空洞。《花間》小令多具故

事，後世擅長調者，柳、周皆有故事，故語語真切實在。”②所謂故事性其實是

詩人把他的經驗借一個故事按照時間的邏輯表達出來。討論周邦彦和一

些南宋詞人之不同時，葉嘉瑩先生説：“周邦彦詞裏邊還有一個故事，可是

吳文英、王沂孫這些詞人，故事没有了，就是感覺。”③摒棄叙事結構而來刻

意描繪感覺或心境，才使一些傑出的南宋詞人發展了空間圖案式的新抒情

美典。長調詞所體現的新抒情美典是在姜夔的一些詞中纔有了真正之

突破。

前文已經談論過，姜夔詠梅花的《疏影》是代表他對詞之新抒情美典有

所突破的一首詞。典故是《疏影》裏空間性架構的主要成分。也許有人要

問，愛用典故是南宋詞人的普遍習慣，難道以用事博見長的辛棄疾就從未

於詞中創造出空間性的架構嗎？事實是，雖然辛棄疾對姜夔曾有過一定的

影響，而且他也善用典故，可是辛詞多半是採用直抒感情的傳統方式。例

如，題“别茂嘉十二弟”的《賀新郎》一連用了王昭君、漢武帝的陳皇后、《詩

經·邶風》的《燕燕》詩、李陵與蘇武詩和荆軻等五個典故來寫人間離别之

苦恨。光看詞裏這五個典故，當然可説它們之間是有平行並列的關係的。

然而，辛棄疾是從自己與茂嘉聽到子規與鷓鴣之啼春開始寫起，接著明言

鳥之苦啼絶不能跟人間離别相比以轉入人事，結尾再回到啼鳥不知人間的

離情别恨來，而以“誰共我，醉明月”點題作結。因此，這詞是以“此時此地”

之感興爲出發點，爲基本間架，與律詩之總結構頗有相近之處。五個典故

可説是用來當作詩人當下感受的隱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比這更有趣的是辛棄疾的另一首詠琵琶的《賀新郎》詞，通篇由與彈琵

琶有關的歷史故事組成，全無辛棄疾自己的經驗參入。雖然如此，如果我

們仔細一讀，就可發現詞中仍隱然有一詩人自我存在，由他列述歷史上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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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與彈琵琶有關的恨事。只是這個詩人自我並不抒發他自己的感情，而是

像一個説書人一樣，講些動人的故事。大抵辛棄疾用典通常比較注重歷史

經驗的原意，因此不像姜夔一樣常常“熟事虚用”①，把典故中所含、人所熟

知的歷史經驗，部分取來作爲他自己内心體驗的象徵。嚴格説來，辛棄疾

詠琵琶的《賀新郎》詞仍未體現空間性的結構。

關於用典用事，前文談到黄庭堅和江西詩派的風格時，已經稍有述及。

其實，喜歡用事用典是宋代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的一個普遍現象。這個現

象是與科舉制度有關的，關於這一點等下再説，現在先把科舉制度簡單叙

述一下。

中國的科舉制度，“乃是一種以‘投牒自進’爲主要特徵，以試藝優劣爲

決定録取與否的主要依據，以進士科爲主要取士科目的選官制度”②。這個

制度濫觴於隋朝，開始發展於唐朝，臻於成熟完善的境地於兩宋。“唐代取

士講門第，採‘譽望’，重‘公薦’，盛行‘通關節’”③，所以科舉制度基本上還

是操縱在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對於唐代文化的影響十分有限④。到了宋

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首先，從宋代開始，科舉做到了不論出身和貧富皆

可以參加，取士範圍被擴大了。其次，宋代廢除唐時薦舉制度的殘餘，“防

止考場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動，使‘一切以程文爲去留’的原則得到真正實

行”⑤。第三，“考試内容趨向多樣化，進士科由（唐時的）以詩賦爲主轉變

爲經義、詩賦、策、論並重；經義由試墨義改爲試大義”⑥。墨義是要求考生

“將某處經文連同注疏默寫出來”，其重點是背誦而非經文義理⑦。此外，跟

唐代不同，宋代進士出身的人，不必再進行選試即授官⑧。士人的地位，到

了宋朝的確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關於科舉制度和宋代文化的密切關係，

何忠禮先生説了如下簡要的話：“科舉制度對兩宋文化的發展也有巨大的

推動作用：在科舉的刺激下，宋代讀書人數急遽增加，書籍廣泛流布，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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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的普及和學術的繁榮；爲適應舉業的需要，從中央官學到鄉塾村校

也普遍興起，有力地推動了學校教育的發達。”①科舉及第出身、接著踏上仕

途而成爲宋代社會精英的士人，可説在宋人生活各方面都處於支配的地

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運作，政策的規劃，社會規範的奠定，文學與藝術潮

流的確立，道德準繩的界定，哲學新境界的探索，等等②。

宋代文學就是這群科舉制度下新興的社會精英所創造出來的産物。

宋代進士考試，經義、詩賦和策論，同等重要。因此，士人要想成功踏上仕

途成爲社會精英，不能“光憑背誦儒家經典或擅長吟詩作賦”，還須通古知

今、“開拓知識面”並“培養獨立見解的能力”纔行③。然而不能否認，這個

制度是奬勵了士人的善讀書能力，而忽略了位階低賤的僚吏工作上所需的

實用知識④。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拿宋真宗以《勸學文》爲題的詩來叙説。

宋真宗趙恒（９６８—１０２２，９９７—１０２２ 在位）在其《勸學文》中説：“富家不用
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黄金屋；出門莫恨無

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顔如玉；男兒欲遂平生

志。六經勤向窗前讀。”⑤中國宋代以前，勸學的詩文不少，不過像這首小詩

把讀書和富貴直接拉上關係的卻很少見。身爲皇帝的趙恒，赤裸裸地用榮

華富貴來勸誘男人讀書，説男人若要實現平生志，只要勤奮讀書，利禄、華

屋、奴僕、車馬和美女就會自動到來。十句中，有四聯的第二句都各直接提

到“書”字，而最後一句雖不提“書”字，卻提中國傳統裏最具權威的“六

經”，更顯格外有力。當士人都集中精力去讀書，其結果是社會精英中就有

很多是學究天人的大學問家。宋代文學就是這些有學問的士人所創造出

來的。以詩爲例，１１ 世紀後期的大詩人，如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蘇軾、
黄庭堅等，搬弄典故並以“用事博”見長，已經是他們的家常便飯。關於

前面已經引過的黄庭堅“無一字無來處”一句話，錢鍾書先生作過如下

評語：

“無一字無來處”就是鍾嶸（約 ４６８—５１８）《詩品》所謂“句無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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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無虚字”。鍾嶸早就反對這種“貴用事”、“殆同書抄”的形式主義，

到了宋代，在王安石的詩裏又透露迹象，在“點瓦爲金”的蘇軾的詩裏

愈加發達，而在“點鐵成金”的黄庭堅的詩裏登峰造極。①

近年來一些專研宋代文學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些大作家“用事博”的

傾向與 １１ 世紀最後幾十年———即前文已述宋代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展現空
前昌盛的時期———書籍印刷的普及間的密切關係②。雖然這一時期的文

人，很少對印刷新科技所導致的書籍劇增的現象表示歡迎，可是他們的生

活與寫作也很難不受印刷普及的影響。黄庭堅是這時期正面迎接書籍劇

增文化現象挑戰的極少數文人之一。在豐富的書籍觸手可得的情況下，他

的“無一字無來處”的寫作方式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詞體成爲文人也喜歡用的文類以後，詩與詞産生了一種分工的現

象：詩被用來言志、議論和寫比較嚴肅的題材，詞則專門被用來言情。當

然，從蘇軾以後，詞可以寫的内容也繼續被拓寬了。無論如何，首先詞裏用

事用典一向比較少，北宋後期以後，當精英文人開始大量作詞，尤其在黄庭

堅的詩歌創作理論開始産生影響後，這個北宋後期文人的寫作習性，也漸

漸常在詞裏展現出來了。

前已述及，大量典故之運用，對於南宋長調詞的空間性架構，有重要的

促成作用。許多南宋後期的長調詞作家，用空間性邏輯與大量典故創造出

很多具代表性的作品。現在我們來再進一步討論，“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

宋季始極其變”究竟和南宋文化的總體面向有什麽關聯。南宋詞的“極工”

與“極變”是與其文化之“向内轉向”（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ｗａｒｄ）有關的。
在一部題爲《中國轉向内在———兩宋之際文化内向》（Ｃｈｉｎａ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ｗａｒｄ牶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的重要著作
裏，已故的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１９１９—１９９４）先生，用“中國向内轉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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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宋詩選注》，第 １１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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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重要著作是：Ｗａｎｇ Ｙｕｇｅｎ（王宇根），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Ｓｃｒｏｌｌｓ牶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Ｔｉｎｇ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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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南宋初期的文化轉變。① 根據劉先生的分析，南宋文化内向與宋高宗

趙構（１１０７—１１８７，１１２７—１１６２ 在位）有關。女真人於宣和末年入侵，於
１１２７ 年汴京淪陷，徽、欽二帝被擄，趙構南逃，於次年在商丘即帝位，成爲南
宋第一個皇帝。宋室南遷使此前養尊處優的年輕王子趙構，經歷了許多極

度的危險。雖然趙構經歷大災難而没死，他的逃亡經驗肯定在他的靈魂深

處留下一條很深的痕迹。所以南宋政權於 １１３８ 年定都杭州以後，高宗個人
的安全，變成首要任務，必須不顧任何犧牲來保護。趙構做皇帝的行爲無

疑影響了朝廷政策以及其他南宋文化的重要層面。因爲有皇帝本人的支

持，主和派一直在南宋朝廷佔主導的地位；在把集權又往前推進一步的同

時，高宗提高了宰相的權力，以便用他來對付主戰的文武官吏或出問題時

有人做代罪羔羊。經過這次内向後，南宋的精英文化轉而關注内部的重

整、强化與精煉，不再像 １１ 世紀那樣往外伸張去吸收、合併新的觀念和要
素。南宋的偏安、緊縮和重整、强化内部的政策，促進了南方的發展，使其

後來替代北方成爲中國文化的中心。在學術的領域裏，南宋是朝著精煉、

細密與相當程度的專門化方向前進的。曠世天才思想家朱熹（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的成就可以説是南宋文化内向現象的最好例證。一般認爲，朱子在
中國思想和學術史上的貢獻，主要在於他的“集大成”，即在於綜合及重整

前賢對於經典的闡釋，而不在於提出他自己獨創的新觀念。劉子健先生曾

説：南宋學術“免不了有狹窄、信守正統説法、獨創性不足跟其他類似的局

限之毛病”②。此論頗爲中肯。如果南宋精英文化的領導分子未能如他們

的北宋前輩們一樣往外伸延、擴展，他們倒是把傳統中國文化價值推展到

整個社會裏面去了。在文學與藝術的領域，作家和藝術家比以前更加注意

技藝的錘鍊，並展現專業精神。我們可以説，南宋詞裏事典的更大量運用

以及空間結構的創造，就是一個關注内部重整、强化與精煉並强調專業精

神的文化大環境下的産物。

詞的新美典———即以物取代抒情主體成爲詞之結構中心、空間結構和

廣用典故來作隱喻的美典———一旦被終身布衣的姜夔發展出來以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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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書，第 ３１ 頁。



晚宋詞人就被吸引了。白石道人的隱逸文人、藝術家的生活以及藝術模

式，頗爲宋代後期優秀詩人和詞人所嚮往①。姜白石的詩被收入他死後不

久出版的《江湖集》中。無論姜夔的直接影響是否可以識别出來，在他以後

新一代的著名詞人———尤其如史達祖（活躍於 １３ 世紀初期）、吳文英、周
密、王沂孫及張炎等———都在作品中表現出了或多或少與他一致的傾向。

這些作家並不是單純地在摹仿姜夔，而是繼續在提煉詞以達更高的藝術

境界。

筆者已經在前一節討論了吳文英的《八聲甘州》，分析其“人生和世界

即夢境”的新審美觀點，以及其所展現出的與姜夔一些詠物詞相同的“空間

性圖案結構”。最後應該補充的一點是：其實夢境本身就是一個“空間性

圖案”，因爲人作夢時，夢中浮現的影像，全是來自從不同時間和空間得來

的記憶，雜湊在一起的。

四、三首宋遺民詞例析

在本文剩下的篇幅裏，筆者擬簡單討論汪元量（約 １２４１—約 １３１７）、王
沂孫（約 １２４０—１２９０）和劉辰翁（１２３２—１２９７）等三位傑出宋遺民所寫的名
詞各一首，來檢視一下姜夔、吳文英以後，新的南宋模式的詞的持續發展。

汪元量，錢塘（今杭州）人，是宋末元初的優秀詩詞作家，有《水雲集》、

《湖山類稿》等著作傳世。公元 １２７６ 年春天，元兵攻陷南宋首都杭州，把宋
恭帝（１２７５—１２７６ 在位）、謝太后以及諸宫妃俘虜到北方去，當時因爲汪元
量是供奉内廷的琴師，所以他也隨皇室北上。他被拘留在北方 １２ 年後纔
獲准回到南方去。誠如繆鉞先生所説，孔凡禮的《增訂湖山類稿》所輯録的

現存汪氏四百八十首詩、五十二首詞，“絶大多數都是反映宋末元初時期的

歷史現實的”②。繆先生認爲汪元量的詞作，“直抒胸臆，感傷時事，其藝術

手法與風格，能够不囿於當時詞壇的風氣而獨樹一幟”。我們且來檢視一

下繆鉞的總評，尤其“直抒胸臆”一語，是否適用於《傳言玉女·錢塘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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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林順夫著、張宏生譯《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第 ３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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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首特殊的例子。汪詞如下：

一片風流，今夕與誰同樂？月臺花館，慨塵埃漠漠。豪華蕩盡，只

有青山如洛。錢塘依舊，潮生潮落。　 　 萬點燈光，羞照舞鈿歌箔。
玉梅消瘦，恨東皇命薄。昭君淚流，手捻琵琶弦索。離愁聊寄，畫樓

哀角。①

把上面這首詞粗略看看，除了“今夕與誰同樂”一句，有什麽可算是“直

抒胸臆”，雖然其中還有“慨”、“恨”、“離愁”等書寫情感的文字？其實，要

找南宋“直抒胸臆”的元宵詞不難，辛棄疾這首《青玉案·元夕》就是一個上

好的例子：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

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黄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
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②

辛棄疾可説只是把眼前所見、心中所想所感，用生動的意象和直截的

語言，寫成一首膾炙人口的佳詞。同是詠元宵的李清照《永遇樂·落日鎔

金》一首，也是“直抒胸臆”的名篇佳例，其藝術手法也迥異於上引汪詞：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

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

朋詩侣。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
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

底下，聽人笑語。③

活躍於宋理宗（１２０５—１２６４；１２２４—１２６４ 在位）時的張端義（生卒年不
詳）説此詞是李清照於南渡後晚年寓居杭州“賦元宵”的作品，又就此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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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字句説李清照“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①。繆鉞把張氏的看法稍加發揮而

成頗爲中肯的評論：“李清照填詞，很少借助於典故、辭藻，而大多是用尋常

口語度入音律，所謂‘平淡入調’者。”②透過南渡前後過元宵節兩種情景的

對比，這首詞抒寫作者歷經離亂之後的愁苦寂寞情懷。上闋從眼前景物來

寫心情，而下闋則從今（在杭州）昔（在開封）的强烈對照來抒發國破家亡的

哀痛與感慨。當然，要充分了解並欣賞辛、李的兩首好詞，讀者還得知道關

於宋人元宵節的習俗以及婦女的應時妝飾纔行。生活於北、南宋之交的朱

弁（１０８５—１１４４）曾在其《續骫骳説》中簡叙汴京的“元宵觀遊之盛”：

都下元宵觀遊之盛，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族大家，宗藩戚

里，宴賞往來，車馬駢闐，五晝夜不止。每出，必窮日盡夜漏，乃始還

家。往往不及小憇，雖含酲溢疲思，亦不暇寐。皆相呼理殘粧，而速客

者，已在門矣。又婦女首飾，至此一新。髻鬢篸插，如蛾蟬、蜂蝶、雪

柳、玉梅、燈毬，裊裊滿頭，其名件甚多，不知起於何時，而詞客未有及

之者。③

像朱氏這段簡述，或者比此更爲詳細的關於宋代元宵節的記述，如見

於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録》、吳自牧的《夢粱録》和周密的《武林舊事》，都對

讀者欣賞辛、李兩詞有幫助④。讀者起碼知道，李清照和辛棄疾都已在詞中

言及車馬駢闐盛況以及婦女首飾了。不過，無論如何，從藝術結構方面來

論，這兩首好詞都是依循“時間順序”、用“直抒”而非用姜夔以後“空間性

圖案”的手法寫成，應該没有問題。

現在回頭來討論汪元量詠“錢塘元夕”的《傳言玉女》。到目前爲止，討

論這首詞的人還不多，在所見的論述文字裏，筆者以爲王水照先生的短論

最好，堪稱言簡意賅。因此筆者大體上就依據王先生對於汪詞表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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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説之，補充一些自認爲有關的資料，來簡單討論一下《傳言玉女》的藝術

手法①。輯校《增訂湖山類稿》的孔凡禮（１９２３—２０１０）説：“詞中慨歎‘塵埃
漠漠’，當爲元兵入杭前夕。題所稱‘元夕’，當爲德佑二年（公元 １２７６）之
元夕。”孔説頗具説服力，已廣爲討論此詞的人所援用。元兵是於 １２７５ 年
秋天順長江而下逼近杭州城下的，而次年二月南宋就投降了。汪詞寫成於

首都淪陷、國家滅亡前的最後一個重要節日，所以特别有“一番大厦將傾前

夕的緊迫的危機感”②。

就其整體來看，《傳言玉女》詞結構並不複雜，其文字本身也相當淺白

易懂。不過汪元量還是用了些典故，也化用一些前人的詩句，來加深其詞

作的境界。劈頭一句“一片風流”，描寫詞人當時眼前所見一片豪華熱鬧的

景象。緊接著“今夕與誰同樂”一問，表面上似乎如王水照所説，汪氏只是

在問：這麽好的景象，（自己）要“跟誰一起賞玩呢”？由之引出“大兵壓境，

人心惶惶，苦中作樂，倍顯其苦”③的意思。筆者倒覺得，這問句肯定是有更

深一層的涵義的，因爲它包含了典故在内。在《南宋詞史》裏，陶爾夫和劉

敬圻兩先生已經點出這層涵義了：“這首詞反映了南宋宫廷中淒楚惶恐的

時代氣氛。開頭寫按傳統慣例，宫廷中也要在上元之夜張燈結彩，與民同

樂。如今雖已有佈置，但大兵壓境，城破在即，人心惶惶，到底‘與誰同樂’

呢？”④然而，他們並没有作更詳細的解析。

成書於 １２７６ 年以後的吳自牧《夢粱録》有如下關於“元宵節”的記述：

正月十五日元夕節，乃上元天官賜福之辰。昨汴京大内前縛山

棚，對宣德樓，悉以綵結，山沓上皆畫群仙故事，左右以五色綵結文殊、

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手指内五道出水。其水用轆轤絞上燈棚高尖

處，以木櫃盛貯，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以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

密寘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上御宣德樓觀燈，有牌曰

“宣和與民同樂”。萬姓觀瞻，皆稱萬歲。今杭城元宵之際，州府設上

元醮，諸獄修淨獄道場，官放公私僦屋錢三日，以寬民力。舞隊自去歲

·１７·論南宋詞所展現的“物趣”、“夢境”與“空間邏輯”的文化意義　

①

②

③

④

王水照的短文見《唐宋詞鑒賞辭典（南宋·遼金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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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錢酒犒之。元夕之時，自十四爲

始，對支所犒錢酒。十五夜，帥臣出街彈壓，遇舞隊照例特犒。街坊買

賣之人，並行支錢散給。此歲歲州府科額支行，庶幾體朝廷與民同樂

之意。姑以舞隊言之，如清音、遏雲、掉刀、鮑老、胡女、劉袞、喬三教、

喬親事、焦鎚架兒、仕女、杵歌、諸國朝、竹馬兒、村田樂、神鬼、十齋郎

各社，不下數十。更有喬宅眷、■龍船、踢燈、鮑老、駞象社。官巷口、

蘇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裝鮮麗，細旦戴花朵囗（筆者按：原文缺一

字）肩，珠翠冠兒，腰肢纖裊，宛若婦人。府第中有家樂兒童，亦各動笙

簧琴瑟，清音嘹喨，最可人聽，攔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燈火，處

處管弦，如清河坊蔣檢閲家，奇茶異湯，隨索隨應，點月色大泡燈，光輝

滿屋，過者莫不駐足而觀。及新開門裏牛羊司前，有内侍蔣苑使家，雖

曰小小宅院，然裝點亭臺，懸掛玉柵，異巧華燈，珠簾低下，笙歌並作，

遊人玩賞，不忍捨去。諸酒庫亦點燈球，喧天鼓吹，設法大賞，妓女群

坐喧嘩，勾引風流子弟買笑追歡。諸營班院於法不得與夜遊，各以竹

竿出燈毬於半空，遠睹若飛星。又有深坊小巷，繡額珠簾，巧制新裝，

競誇華麗。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將帶佳人美女，遍地

游賞。人都道玉漏頻催，金雞屢唱，興猶未已。甚至飲酒醺醺，倩人扶

著，墮翠遺簪，難以枚舉。至十六夜收燈，舞隊方散。①

從“正月十五日元夕節”到“皆稱萬歲”幾句，可算是摘叙孟元老《東京

夢華録》卷六《元宵》一節的話。《東京夢華録·元宵》一節並不短，從前歲

冬至以後，開封府在皇宫正門宣德樓前搭建山棚、張燈結綵，遊人以及表演

各種技藝的人開始聚集御街，到皇帝親臨觀燈及宫廷的各種演出，都有記

述②。吳自牧這樣地摘叙，顯然是要突出“與民同樂”這一主題。他描述杭

州元宵一段，文字雖然多得多，也只偏重“舞隊”一項；當然從文章裏可以看

出，此處的“舞隊”並不是只指遊行隊伍而已，其實也包括了歌舞、音樂和其

他戲劇性的表演。不過，應該强調指出，吳自牧關注的重點是官方放出“僦

（即“租賃”）屋錢”以搭建道場，以及“支散錢酒”來犒賞舞隊和“街坊買賣

之人”。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寬民力”和“體朝廷與民同樂之意”。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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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牧的用意不外是要指出，南宋朝廷於元宵節“與民同樂”，除了與人民同

慶佳節、共享歡樂外，也實際支散金錢來幫助以及犒賞參與遊樂的人民。

“與民同樂”這一句話的出處是《孟子·梁惠王下》第一章：孟子對齊

宣王説，他不能“好先王之樂”而“好世俗之樂”没關係，只要他能“與民同

樂”，齊國大概就有希望了①。朱子注釋孟子的意旨，説：“不與民同樂，謂獨

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而“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

政，使民各得其所也”②。毫無疑問，北、南宋朝廷於元宵節“與民同樂”，跟

人民一起遊樂、共享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幸福，是表達爲政者在實行儒家所

推崇的“仁政”。

宋人慶祝元宵幾乎達到“狂歡”的地步是與君王的提倡和參與有關的。

首先，宋太祖（９２７—９７６；９６０—９７６ 在位）將以前張燈觀遊的習俗從三夜延
長爲五夜；後來，徽宗又從年前冬至就開始節慶的活動③。“宣和與民同樂”

的“宣和”是宋徽宗的最後一個年號（１１１９—１１２６）。不過，“與民同樂”這
個傳統是仁宗（１０２２—１０６３ 在位）末年就開始的，而徽宗則開始在山棚張掛
一塊大牌，上面明書“宣和與民同樂”④。宋徽宗在藝術方面的造詣極高，也

倡導文藝，可是在政治上卻昏庸無能，平時也追求窮奢極侈的生活。當女

真人於宣和七年（公元 １１２５ 年）大舉南下攻宋時，徽宗應付不了，便趕緊禪
位給長子，是爲宋欽宗（１１００—約 １１５６；１１２６—１１２７ 在位）。欽宗靖康二年
（１１２７）初，金兵就攻陷了汴京，把徽、欽父子和后妃、皇子、宗室、貴戚俘虜，
而皇室的寶物，都擄掠北去。北宋滅亡，這就是所謂的“靖康之耻”。１５０ 年
後，歷史重演，南宋京城被蒙古人攻陷，三宫被俘虜，而皇室寶物又被擄掠

北去。史實雖如此，吳自牧寫《夢粱録》的主要目的，顯係如實地記述杭州

淪陷前的繁華，所以他雖於“元宵”一節提到“與民同樂”，我們從中却看不

到諷刺當政者“作秀”的意味。

有相當高文化素養、又在内廷供奉當琴師的汪元量，不可能不知道這

個“與民同樂”的宋朝傳統。因此，讀者必須把開啓全詞的“一片風流，今夕

與誰同樂”這一韻拍，與宋代君王的“與民同樂”行爲對照來看，纔能體會汪

·３７·論南宋詞所展現的“物趣”、“夢境”與“空間邏輯”的文化意義　

①

②

③

④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１１—２１３ 頁。
同前書，第 ２１３ 頁。
陶子珍《兩宋元宵詞研究》，第 ３１ 頁。“狂歡”是黄杰用來形容宋元宵詞所反映出“空前熱鬧”情
況的詞。見黄杰《宋詞與民俗》，第 ３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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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量説這話時的心境。

除了開篇與結篇兩拍外，汪詞真可説是如王水照的觀察，“上片寫室外

之景，下片轉寫室内”①。嚴格來説，“一片風流”是包括室内和室外的景況

的，而結尾“畫樓哀角”四字又指向室外去了。上闋二、三、四拍六句，“分别

從臺館、青山、江潮三層落筆。‘月臺’二句，謂月光下，花叢中，依舊臺館林

立，但已彌漫敵騎的塵埃。‘豪華’二句，謂昔日繁華都已消歇，只有青山依

然秀美耳”②。應該指明，“塵埃漠漠”跟“豪華蕩盡”都只是詞人當時心裏

的感覺，因爲蒙古兵還没攻進杭州城裏來。“豪華”兩句，用了唐代許渾（生

卒年不詳，８３２ 年進士）《金陵懷古》“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的
詩意。後來汪元量從北方南歸後，作《憶王孫》九首，其中有一首有“人物蕭

條市井空，思無窮，惟有青山似洛中”，就直接用了許渾原句③。許渾的“青

山似洛中”本指金陵（即現在南京），因爲金陵跟洛陽都三面環山。西湖也

是三面環山，所以汪元量就借用許渾的詩句來寫他自己的感受④。上闋歇

拍的“錢塘”兩句，接“青山如洛”續寫自然界景物不會隨人事之滄桑而有所

改變；錢塘江的潮水會漲落如故，完全不理會人間的興衰。這六句雖説是

寫室外之景，其實句句都在反映作者的心境。

照應前片寫室外“臺館、青山、江潮”的三層，下片頭三拍六句則轉到室

内“分别從燈光、玉梅、昭君三層落筆”⑤。詞人説，人們慶祝元宵節而張掛

的萬點燈光，“羞”照著歌舞場面。被擬人化了的燈光，正好反映出有大厦

將傾緊迫危機感的作者之“視角與心境”⑥。接下去二拍均可能含有典故，

王水照解讀得不錯：

“玉梅”兩句，謂梅花凋殘，怨恨春光不久。東皇，指春神。《尚書

緯》説：“春爲東皇，又爲東帝。”……蘇軾《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云：

“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據《南史·王茂傳》，王茂助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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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攻佔建康，“時東昏（齊明帝，被梁廢爲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

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

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玉。”蘇軾詩即以玉兒比

梅花，言其潔白、堅貞。汪詞“玉梅”句，實亦暗寓宋朝后妃當此國祚將

終之時，命運坎坷，怨恨至極———甚至怨恨皇上無能！接下“昭君”兩

句，當係喻指宫嬪。……從后妃（玉梅）到宫嬪（昭君），都預感到末日

的來臨。①

結尾“離愁聊寄，畫樓哀角”八字，一方面承接前面玉梅跟昭君的怨泣，

另一方面“則總括后妃、宫嬪，且兼包作者自己。謂滿腔離宫之愁，只能寄

托在戍樓傳來的號角聲中”②。相對於開頭第一拍，這八個字應該跟下片的

前三拍稍爲分開，因爲它有結束全詞的作用。這開頭和結尾的兩拍，就像

一幅畫的框架一樣，把汪元量於 １２７６ 年元宵節，蒙古人攻陷杭州前夕，在南
宋宫廷内外所見以及心中所感，整合起來成一首好詞。框架裏面，上下兩

片各分别描寫的三層間，展現一種平行、並列、對等的空間性、圖案式的藝

術結構。這與前述辛棄疾和李清照的元宵詞的直抒胸臆之結構模式，是很

不相同的。

其次，我們來談談王沂孫的一首詠物詞。王沂孫也是生活於宋末元初

的傑出詞人。現存於他的集子《花外集》（又名《碧山樂府》）裏還有六十多

首詞，而其中標題爲詠物的，就有將近四十首之多③。陶爾夫、劉敬圻已正

確指出，王沂孫最爲後人稱道的詞作，都是“那些深含亡國之痛的詠物

詞”④。因篇幅有限，本人只取他的《天香·龍涎香》來簡單論叙一下。其

詞如下：

孤嶠蟠煙，層濤蛻月，驪宫夜採鉛水。汛逝槎風，夢深薇露，化作

斷魂心字。紅甆候火，還乍識、冰環玉指。一縷縈簾翠影，依稀海天雲

氣。　 　 幾回殢嬌半醉，剪春燈、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飛雪，小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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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荀令如今頓老，總忘卻、尊前舊風味。謾惜餘薰，空篝素被。①

這首詞同見於《花外集》和《樂府補題》，均列爲首篇。《樂府補題》是

宋詞史裏一部很重要的集子。《樂府補題》的創作緣起和歷史背景已經有

許多現代學者作過考證了②。蒙古人於 １２７８ 年 １０ 月已經大致征服了整個
南宋。是年 １２ 月間，蒙古統治者派西藏喇嘛楊璉真伽（死於 １２９２ 年）負責
江南地區的佛教寺院。其時，楊璉真伽到紹興去發掘了六座宋朝皇陵和多

達一百零一位重要官員的墳墓。發掘的目的是要掠奪陵墓中的殉葬財寶

來建築一座佛教寺廟。夏承燾引述周密《癸辛雜識·别集上》記“楊璉真伽

發陵，以理宗含珠有夜明，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夜，竟失其

首”③。據説，宋朝皇帝和后妃的遺骸也没有再被埋葬，而是被拋棄荒野。

這個暴行激怒了當地的一些士人，其中名叫唐珏者召集了一批年輕人，將

尸骸收集起來，重新安葬在某安全處所。１２７９ 年初，也許就在宋亡後不久，

唐珏、周密、張炎和王沂孫等十四位作家，齊聚紹興，來哀悼宋陵之被盜掘。

這群士人一共舉行了五次聚會，每次由一位詞人主持。他們特地選了五個

詞牌、五個韻部和五種物品———龍涎香、蓴、螃蟹、白蓮和蟬———來填詞。

十四位詞人一共創作了三十七首詞。根據夏承燾的推測，“大抵龍涎香、

蓴、蟹以指宋帝，蟬與白蓮則托喻后妃”④。除了龍是象徵皇帝以外，很難了

解他們爲什麽選擇這幾種物品，因爲它們看起來似乎不太相關。三十七首

詞後來被匯集成一卷，題爲《樂府補題》。爲了避免遭受來自蒙古統治者的

可能迫害，三十七首詞都故意寫得極端朦朧晦澀，用了很多典故。由於語

言繁複、結構與托喻複雜，幾乎不可能對之作任何扼要的解讀。

關於王沂孫的《天香·龍涎香》，葉嘉瑩先生曾發表過極爲詳細深入而

又精闢的解説，見於其所著《碧山詞析論》長文裏，有興趣者可取來細讀⑤。

在此，筆者只想對這一首艱深的詞，簡單説幾句。此詞上闋寫香，由龍涎香

採集的地點、時間與經過起，再接寫煉製成心字篆香，一直到描述其燃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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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書，第 ３７７ 頁。
此文收入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０９—２４９ 頁。



能長期鬱結不散的特點。下闋寫人，從閨中女子焚香寫起，轉叙昔盛今衰

的强烈對照。結尾“説明夜剪春燈，殢嬌半醉的主人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只

是被龍涎熏過的素被還似乎保留著當時的餘香，不時散發出來，使人感到

物是人非而倍增悼惜之情”①。作爲一個宋朝遺民，王沂孫當日寫此詞來哀

悼宋陵被盜，其心緒一定是極爲複雜的，有不能明言之深沉痛苦的。有趣

的是，“引發詞人創作的具體史事，已經被同化……到詞人獨特的心境狀態

和審美感知結構”②。在許多方面《樂府補題》代表了南宋詞將近一個世紀

以來發展的最高峰。在這部詞集裏，十四位詞人用了一系列華麗的意象，

表現出皇陵被盜掘所象徵的野蠻入侵和宋文明破滅帶來的深沉悲痛心緒。

而這個複雜心緒似乎是用詠物和空間性的詞體結構纔能有效地體現出

來的。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首不可多得的宋遺民詞：劉辰翁詠春月的

《寶鼎現》：

紅妝春騎。踏月影、竿旗穿市。望不盡、樓臺歌舞，習習香塵蓮步

底。簫聲斷、約彩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喧闐且止。聽得念

奴歌起。　 　 父老猶記宣和事。抱銅仙、清淚如水。還轉盼、沙河多
麗。滉漾明光連邸第。簾影動、散紅光成綺。月浸葡萄十里。看往

來、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撲碎。　 　 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説、三千樂
指。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説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

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③

劉辰翁詞的風格比較接近辛棄疾，是屬於豪放派的。他是廬陵（今江

西吉安）人。年輕時他有十七八年的時間往來於廬陵和杭州之間，先是參

加科舉考試，然後做官。因此，他有很多機會目睹亡國前京城杭州的繁盛。

宋亡後，他拒絶被徵召入元朝做官。劉辰翁的詞集裏有很多節令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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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吳企明先生作了正確的觀察：“每逢‘元宵’、‘花朝’、‘三月三日’、‘端

午’、‘七夕’、‘中秋’、‘重九’、‘除夕’等節令，詞人每每興起感舊傷懷、眷

念故國的思緒，並形諸筆墨，寫成詞章。”①元朝張孟浩曾説：“劉辰翁作《寶

鼎現》詞，時爲大德元年，自題曰‘丁酉元夕’，亦義熙舊人只書甲子之

意。”②因爲劉辰翁是宋遺民，所以只提甲子而不提元成宗的大德年號

（１２９７—１３０７）。大德元年丁酉即公元 １２９７ 年，距離宋亡已經快二十年了。
這首詠春月的《寶鼎獻》是寫元宵節的一首詞，成於劉氏去世前不久，所以

是一篇絶筆之作③。

全詞分作三片。首片從描寫汴京元宵夜的繁華景象起筆。作者用形

象語言描寫街道熱鬧、遊人歡樂的場面：打扮華麗的女人坐在裝有旗杆與

旗幟的馬車上，在月影下穿街而過；望不盡的樓臺裏，有美人在歌舞，香塵

飛揚；情侣們相約一起歸去；通宵没有執金吾的禁衛人來禁夜，或呵止酒

醉；此片以名歌妓開始演唱，頓使御街上的喧鬧安靜下來作結。此片用了

幾個事典：“約彩鸞歸去”句用唐朝裴鉶（約 ８６０ 年前後在世）的傳奇小説
裏，文簫與吳彩鸞仙凡遇合的故事；“未怕金吾呵醉”句寫古代元夕執金吾

禁夜的禁令被解除，並用《史記·李將軍列傳》所記關於李廣從田間飲酒、

回到霸陵亭時遭霸陵尉呵止事，來寫出人們得以自由歡樂的情況；至於“念

奴”則是唐朝天寶年間（７４２—７５６）的名歌妓。劉辰翁用這些典事來作汴京
繁榮景象的隱喻。

第二片開頭“父老猶記宣和事”一句，點出前片所叙汴京燈節的盛況全

係對於遙遠的過去之追憶。應該提出，劉辰翁寫此詞時，距汴京極盛的宋

徽宗宣和年間已經超過一百七十年了，如果句中的父老是親身經歷過宣和

年間汴京的繁華者，絶不可能是他所親炙過的長輩了。次句含有一個典

故。李賀（７９０—８１６）《金銅仙人辭漢歌序》曰：“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宫
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

然淚下。”劉辰翁用這個典故來寫宣和父老的亡國悲痛。“還轉盼”三字將

筆鋒急遽轉入杭州。首片寫汴京燈節，著重在街道上的熱鬧和樓臺裏的歌

舞。此片頭三句以下寫杭州，則集中在從豪華邸第發放出來的元夕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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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映在沙河塘與西湖的水面。沙河塘在杭州南五里，在宋時是一個繁華的

所在。田汝成（１５０３—１５５７）的《西湖遊覽志餘》有此記載：“沙河，宋時居民
甚盛，碧瓦紅簷，歌管不絶。”周密的《武林舊事》也有關於元夕燈火的記載：

“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閒設雅戲煙火，燈燭燦然。”①燈燭光

影倒映於晃動的沙河塘及西湖水面，雖然綺麗迷人，卻也給人一種跟夢境

無異的虚幻感覺！接著詞人寫在月光下深綠如葡萄的方圓十里的西湖水

面上，嬉遊的士人美女看起來都像神仙才子一樣。作者雖未直言，但“神

仙”兩字似乎也有暗指“天上天堂，地下蘇杭”②的用意在。第二片結句雖

短短六字，卻包含了一個很有力的典故。典故與銅鏡（以菱花代稱）有關，

出自唐朝孟棨（８７５ 年進士）的《本事詩·情感第一》。孟棨所録的故事頗
長，然對了解劉辰翁此句不可或缺，故全録如下：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絶。

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

之家，斯永絶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

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

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

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

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

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

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

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

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③

吳企明指出劉辰翁反用徐德言破鏡的典故，甚爲正確④。陶醉在天堂

（即神仙）一樣的世界裏，“有誰肯把這幸福生活破壞掉”⑤？他也指出：“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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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這裏疑指西湖平靜的湖面，也暗喻南宋的半壁江山。當時‘神仙才子’

是不肯自毁金甌的，但他們酣歌醉舞，結果還是把半壁河山斷送了。‘肯

把’一句，語極含蓄，又極其沉痛。”①劉辰翁在此第二片所表達的是：幸福

美滿如一面圓鏡子或天堂一般的世界，其本質是如夢一樣地虚幻易逝的，

然而可歎的是沉浸在夢境裏的人很少會認清自己是在作夢的。

第三片回到詞人當日的現實環境。既然國家淪亡、京城陷落已近二十

年了，還在騎竹馬遊戲的兒童，當然看不到而只能聽父老述説過去京城的

升平、繁華景象。第一片描述了汴京歌舞的盛況。此片中，劉辰翁卻只挑

出音樂文化來象徵升平繁華的氣象。根據《宋史·樂志》的記載，“宋高宗

紹興年間（１１３１—１１６１）恢復教坊，‘凡樂工四百六十人’，招待北使‘舊例用
樂工三百人’”②。可見，劉氏所指還是宋朝的舊例，只有樂工三百人，每人

十指，一起奏樂，合起來就有三千指了。看到竹馬兒童未能目睹過去杭州

的繁華而只能聽聽父老講述，作者自然不能不感到腸斷了。吳企明解讀的

好：“‘等多時’二句，前面一個‘春’字是虚寫，借指故國，後一個‘春’字是

實寫，指鳥語花香的季節。”③作者盼望國家能再復興，結果當然事實不是如

此，所以等到春季重到人間時，他已經心灰意冷，再也没心思去欣賞春光，

而只想睡覺了。也許“欲睡”兩字還含有想於夢中重尋故國繁華的一層意

思。“又説向、燈前擁髻”一句用了兩個典故。其一出於《飛燕外傳》，關鍵

文字如下：“子于（伶玄）老休，買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

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於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鶩

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視燈影，以手擁髻，淒

然泣下，不勝其悲。”④劉辰翁用這個典故來作他自己心中的哀痛之隱喻，還

頗貼切，因爲樊通德與他自己都是往事的叙述者。其二，“暗滴鮫珠墜”典

出任昉（４６０—５０８）《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
眼能泣則出珠。”⑤不直説暗暗下淚而説鮫珠墜，其目的當然是要使語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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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見吳企明所撰《寶鼎現》短文，唐圭璋主編《唐宋詞鑒賞辭典》，第 １２３１ 頁。
劉辰翁著、吳企明校注《須溪詞》，第 ２４２ 頁。
同注①。
轉引自劉辰翁著、吳企明校注《須溪詞》，第 ２４２ 頁。《飛燕外傳》又名《趙飛燕别傳》，傳爲漢朝
伶玄所撰小説。該小説描寫漢成帝時，趙飛燕淫亂宫闈之事。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中曾懷

疑此小説是“唐宋人所爲”；見魯迅《中國小説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２８ 頁。
所引字句取自唐圭璋《宋詞三百首箋注》，香港：中華書局 １９６１ 年版，第 ２２８ 頁。



雅。結尾一拍三句也用了兩個典故。首先，“霓裳”指唐玄宗（６８５—７６２，
７１２—７５６ 在位）時代的流行歌舞曲“霓裳羽衣曲”。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在
他的《霓裳羽衣舞歌》的自注中説：“開元（７１３—７４１）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
造。”①劉氏援用這個典故也極貼切，一方面借以鎖定歌舞這個主題，另一方

面則因爲開元、天寶時代也是個繁華時代。其次，“天上人間夢裏”包含了

一個很重要的“直取原文典故”（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即從前人典籍裏直接摘取
字句的典故。“直取原文典故”的特别功用是原文的故事、表達的意義，常

被挪到新的語境裏，來加深或擴充新作品的意義與藝術境界。“天上人間”

四字直接摘自李煜的《浪淘沙》詞：“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

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别時容易見時

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②關於李後主詞的結尾，俞平伯曾有極精

到的解説：

天上人間，即“人天之隔”，並無其他命意。以上文連讀，更坐實

此解。此近承“别時容易見時難”而來，遠結全章之旨。“流水落花

春去也”，離别之容易如此，“天上人間”，相見之難如彼。“夢裏不知

身是客，一餉貪歡”，言其似近而忽遠也；“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

言其一遠而竟不復近也；總而言之，則謂之“流水落花天上人

間”也。③

劉辰翁除了直接引用李後主詞的“天上人間”外，還特别加了“夢裏”兩

個字，似乎在提醒讀者“夢”字在後主以及他自己詞裏的重要性。在《寶鼎

現》尾拍，劉辰翁替騎竹馬的兒童設身處境，説即使他們親自看到當日京城

的歌舞盛況，現在也會跟爲他們父老輩的作者一樣，體驗到以前的美滿生

活已隨“流水落花”永逝不回，與已經成一“人天之隔”的局面，只有在“夢

裏”纔能再去追尋了。解讀至此，我們應該更能欣賞劉辰翁把第二片關於

杭州那部分寫得像虚幻的夢境一樣。就是因爲南宋杭州的居民有幸生活

在像天堂、如美夢一樣的環境裏，不覺醒其易逝之本質，而“一餉貪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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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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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劉辰翁著、吳企明校注《須溪詞》，第 ２４２ 頁。
龍榆生編《唐宋名家詞選》，香港：商務印書館 １９６６ 年版，第 ４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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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在纔得經歷亡國的痛苦。

總結上面的分析，《寶鼎現》第一片寫汴京的繁盛，筆調直接具體；第二

片用並非作者親炙的“父老”的記憶點明汴京的繁盛早成過去，隨即轉入杭

州的繁華，把它刻畫成像如夢如幻的仙境一般；第三片則集中寫作者當下

的環境與感觸。劉辰翁這首長調詞是他叙寫其宋遺民既複雜又痛苦的心

境的許多作品中極難得的佳作之一。此詞從久遠的過去開篇，續寫相較爲

近期的過去，再以作者的此時此刻作結。不過，除了這層由過去到現在的

時間進程外，全詞並無任何時間性的架構。此詞之完整統一全靠三片間在

意象、主題和意思上的平行、並列與對等來完成。

五、小　 　 結

汪元量的《傳言玉女·錢塘元夕》、王沂孫的《天香·龍涎香》以及劉辰

翁的《寶鼎現·春月》等三首絶妙好詞，寫成於宋末元初三個重要時間點：

南宋京城杭州淪陷前夕的元宵節，南宋剛亡後一群年輕詞人在哀悼宋皇陵

被西藏喇嘛楊璉真伽盜掘的一次聚會時，和宋亡後近二十年一位傑出遺民

詩人過他最後一個元宵節時。寫詞時，汪、王、劉都各有極端悽苦的心境，

卻都以南宋後期出現的詠物詞新模式來抒寫。劉辰翁是南宋後期“自覺地

繼承並發展了辛派詞人的藝術傳統”①的傑出文人作家之一。儘管如此，我

們從《寶鼎現·春月》裏看不出他遵循辛棄疾比較傳統的“直抒胸臆”的藝

術手法。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他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自姜夔以來具有創造

才華的詞人所發展出來的詠物詞新美典。雖然，劉辰翁的《寶鼎現·春月》

並不像姜夔、吳文英和王沂孫以詠物新美典寫出的詞那麽複雜、晦澀、難

懂，而是像汪元量的《傳言玉女·錢塘元夕》一樣，文字比較淺白一點，然而

其所展現的物趣、夢境與空間邏輯，是跟姜、吳、王三位前輩詞人所奉獻出

的新美典一脈相承的。

當代中國詞學專家楊海明先生，曾對劉辰翁的《寶鼎現·春月》和宋詞

的發展，作過頗具洞見的評論。筆者且把它引來作本論文的結束語：“這首

詞，上闋寫北宋元宵，中闋寫南宋元宵，末闋寫宋亡後的元宵，可説是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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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辰翁著、吳企明校注《須溪詞》，《前言》，第 １０ 頁。



百年來宋代詞的一個總結———含著眼淚的總結。宋代的元宵‘盛況’到此

成了一場夢幻，宋詞的史也就至此打住了。”①

（作者單位：密西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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